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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請使用12點大小之新細明體或Times New Roman字體，單行撰寫。 
2. 計畫申請書與個人簡歷（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請分開裝訂。
一、基本資料
台灣大學優勢重點拔尖計畫申請書
 （總計畫及子計畫均需填寫）
	

	申請條碼：:
	

	總計畫名稱
	中文

英文
	「中國學」知識社群之跨國研究──研究、教學與發表三合一之跨校五年期研究計畫暨規劃案

Epistemologies for thinking China--A very long-term, triad agenda for research, teaching and publication 

	本計畫名稱
	中文

英文
	「中國學」知識社群之跨國研究──研究、教學與發表三合一之跨校五年期研究計畫暨規劃案

Epistemologies for thinking China--A very long-term, triad agenda for research, teaching and publication

	本計畫主持人姓名
	中文
	石之瑜
	職　稱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國家講座教授

	
	英文
	Chih-yu Shih
	
	

	
	
	
	
	

	申請系所/中心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執行期限

	民國95年12月1日起至民國97年12月31日止

	本計畫是否有進行下列實驗：（勾選下列任一項，須附相關實驗之同意文件）

(人體實驗                     (基因重組實驗                       (動物實驗

	計  畫  連  絡  人
	姓名:__石之瑜____________（中文）____Chih-yu Shih__________（英文）
通訊地址： __100 台北市徐州路21號台灣大學政治學系___
電話：（公） 2351-9641*500      （宅）             （手機）                   

傳真：   2341-2806              E-mail:  cyshih@ntu.edu.tw       

	所有近三年執行之研究計畫及正向其他各單位申請之研究計畫，均已完全的填寫在表格A13。我瞭解任何資料的保留、偽造、或不實陳述，均可能導致撤銷申請案或終止補助經費等。    

計畫主持人(申請人)簽章：                               日期：________________


表格A01

二、整合型研究計畫項目（中文及英文）
（總計畫填寫）
	計畫項目
	計畫名稱
	主持人
	服務系所/中心
	職稱

	總計畫
	中文
	中國學知識社群之跨國研究——研究、教學與發表三合一之跨校、跨國五年期研究計畫
	石之瑜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專任教授

	
	英文
	Epistemologies for thinking China--A very long-term, triad agenda for research, teaching and publication
	Chih-yu Shi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表格A02
三、整合計畫經費需求
（總計畫填寫）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次
	研究人力費
	耗材及雜項費用
	研究設備費
	國外或

大陸地區差旅費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費
	小計

	總計畫
	1
	992
	600
	
	2,200
	
	3,792

	
	2
	1,092
	2,650
	
	4,400
	
	8,142

	
	
	
	
	
	
	
	

	
	
	
	
	
	
	
	

	
	
	
	
	
	
	
	

	
	
	
	
	
	
	
	

	合計
	1
	992
	600
	
	2,200
	
	3,792

	
	2
	1,092
	2,650
	
	4,400
	
	8,142


表格A03 
四、申請補助經費
（總計畫及子計畫均需填寫）
研究人力費包含以下人員之薪資或津貼：專任助理、兼任助理、臨時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及訪問學者。 

單位：新台幣仟元
	執行年次
補助項目
	第一年
95年12月～96年12月
	第二年
97年1月～97年12月

	小計



	業務費
	1,592
	3,742
	5,334

	研究人力費
	992
	1,092
	2,084

	耗材及雜項費用
	600
	2,650
	3,250

	研究設備費
	
	
	

	國外差旅
	2,200
	4,400
	6,600

	國外或大陸地區差旅費
	2,200
	4,400
	6,600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費
	
	
	

	合    計
	3,792
	8,142
	11,934

	申請機構或其他單位（含產業界）提供之配合項目（無配合補助項目者免填）

	配 合 單 位 名 稱 1
	配合補助金額
	配合補助項目
	配 合 年 次

	中山大學
	560
	差旅費，人力費（含博士後，訪問學者與研究助理），諮詢費，出版費
	95已撥付；96待核准

	配 合 單 位主管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或檢附其他證明文件）


表格A04
五、研究人力
（總計畫及子計畫均需填寫）
1. 請依照「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協同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顧問」及「訪問學者」之順序分別填寫。
	計畫
	類 別
	姓名
	服務系所/中心
	職稱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

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計劃總主持人
	石之瑜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專任教授
	負責推動並協調研究之進行；
協調跨國跨校合作；

召開跨國跨校研究工作會議；
主持協調跨國訪員工作會議
主持並協調口述歷史訪談；
協調口述文本翻譯與統整；
徵選論文及進行論文撰寫；
協調研究資料發表。

	
	
	
	
	
	

	
	
	
	
	
	


# 協同研究人員為不在本計畫支薪之協助研究人員。
上述所有研究人力（不含博士後研究、顧問及訪問學者）應於下面的方塊中簽名。                    （可在不同頁）

	我充分被告知也充分瞭解在本計畫所擔任的具體工作（如上表所述）。
簽章及日期：




2. 如申請博士後研究或訪問學者，請另註明：
(1) 需要之專長 
(2) 在本計畫的工作項目及內容
(3) 對本計畫的重要性
(4) 績效評估的標準

(5) 若已有人選者，請另填表格A15

表格A05
六、研究人力費
（總計畫及子計畫均需填寫）
請註明專任助理(含碩士、學士、三專、五(二)專及高中職)、兼任助理(含博士生、碩士生、大專學生、講師及助教)、臨時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及訪問學者之人數及申請經費。

                                                             單位：新台幣仟元  

	                     執行年次
 
	第一年
	第二年
	小計

	專任助理
	人數
	1
	1
	2

	
	申請經費
	350
	350
	700

	兼任助理
	人數
	8
	10
	18

	
	申請經費
	642
	742
	804

	臨時人員
	人數
	配合兼任助理運用
	
	

	
	申請經費
	
	
	

	博士後研究人員
	人數
	
	
	

	
	申請經費
	
	
	

	訪問學者
	人數
	
	
	

	
	申請經費
	
	
	

	合計
	人數
	9
	11
	20

	
	申請經費
	992
	1,092
	2,084

	申請機構或其他單位（含產業界）提供之配合人數（無配合補助者免填） 

                                                                   單位：人數

	執行年次
人數

類別/級別

	第一年
	第二年
	小計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
	2
	2
	120

	臨時人員
	
	
	

	博士後研究人員
	
	1
	600

	訪問學者
	
	3
	300

	合計
	2
	4
	1,020


表格A06
七、耗材及雜項費用
（總計畫及子計畫均需填寫）
1. 凡執行研究計畫所需之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均可填入本表內。

2. 說明欄請就該項目之規格、用途等相關資料詳細填寫，以利審查。

3. 若申請單位有配合款，請於備註欄註明。
4. 請分年列述。
執行年次：  第一年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名 稱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國內交通費

一般行政費

國外稅款

工作會議


	國內各單位參與學者來往、聯絡；相關計畫資料蒐集；口述研究的進行；召開工作會議等等

郵電、影印費用、消耗性器材、文具、儀器維護、紙張、其他雜項等等

國外學者進行合作研究之所得稅款

推動建立各研究對象社群的中國學知識社群研究團隊；進行工作協商；組織研究團隊等等。


	
	
	
	50

100

250

200


	

	Total
	600
	


執行年次：  第二年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名 稱
	說明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國內交通費

一般行政費

國外稅款

審稿出版

工作會議

成果研討


	國內各校參與研究同仁間的來往、聯絡；相關計畫資料蒐集；口述研究的進行；召開工作會議等等。
郵電、影印費用、消耗性器材、文具、儀器維護、紙張、其他雜項等等。
國外學者進行合作研究之所得稅款。
審查與出版相關學位論文；整理出版口述研究；審查相關學術著作並協助出版；推動師生合作或個別發表、出版學術著作。

討論、籌組、建立韓國、越南、新加坡與印度「中國學」研究團隊；擬定先驅計畫；訓練訪員；商討推動計畫案進行之具體策略與跨國、跨校合作方式。

召開學術研討會；討論計畫推動成果及口述研究之進行；檢討審查及出版狀況；研究不同中國學問題意識之關係及貢獻；檢討所推動課程設計與研究成果；討論知識家族之持續推展與擴大進行之可能；成立跨國工作坊；召開相關學術研討會；討論巡迴工作坊之研究成果。

	
	
	
	50

400

250

950

200

800
	

	Total
	2,650
	　


表格A07
八、研究設備費
（總計畫及子計畫均需填寫）
1. 凡執行研究計畫所需單價在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之各項儀器、機械及資訊設備（含各項電腦設施、周邊設備及套裝軟體、程式設計費）等之購置、裝置費用及圖書館典藏之分類圖書等屬之，此項設備之採購，以與本研究計畫直接有關者為限。各類研究設備金額請於金額欄內分別列出小計金額。

2. 購置設備單價在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者，須檢附估價單。

3. 若申請機構及其他機構有提供配合款，請務必註明提供配合款之機構及金額。

4. 儀器設備單價超過六十萬元(含)以上者，請詳述本項設備之規格與功能(諸如靈敏度、精確度…等)，其他重要特性與重要附件，以及申購本設備對計畫執行之必要性。本項設備若獲補助，主持人應負維護保養之責，並且在不妨礙個人研究計畫或研究群計畫之工作下，同意提供他人共同使用，以避免設備閒置。

1. 請分年列述。
執行年次：                                                         單位：新台幣仟元
	類別
	設備名稱

(中文/英文)
	說     明
	數  量
	單  價
	金  額
	經費來源:

	
	
	
	
	
	
	本校補助經費需求
	提供配合款之機構名稱及金額

	
	
	
	
	
	
	
	

	Total
	
	
	


表格A08
九、國外或大陸地區差旅費
（總計畫及子計畫均需填寫）
1. 國外或大陸地區差旅費：
2. 類別分為「實驗」、「研究」、「田野調查」等。
3. 請詳述預定各出國人員之出國行程、預估經費、天數及地點。詳述其必要性以及預期成果等。

4. 生活費、機票費及其他費用之標準，請依照行政院頒布之「中央各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規定填列
  （網址http://web.nsc.gov.tw/lp.asp?ctNode=3071&CtUnit=411&BaseDSD=5）。
5. 請將所列各項費用換算為新台幣，並註明估算匯率。
6. 請分年列述。
一。國際差旅（含當地津貼與機票）

第一年，邀請來訪，或台灣研究人員建立研究團隊、訓練當地訪員、查核當地訪員訪談執行、蒐集資料：

東京、首爾、坎培拉、新加坡、新德里，往返       四人次，十天          

第二年，邀請來訪，或台灣研究人員前往蒐集資料、參加訪談與調查、查核訪談執行：
                                                                              
往返東京八人次十五天 ；  往返首爾四人次十天 ；往返新加坡與河內二人次十天；往返新德里二人次十天 ；東京、首爾、北京、上海、香港國際建構主義團隊巡迴座談（台灣團員部份之）旅費與生活津貼，四人次十五天 
                                                                              
  
二。訪談差旅（當地生活津貼，不須機票）（當地訪員蒐集研究機構資料；進行口述歷史訪談，須就近居住，密集訪談，每次訪談視訪者年齡與工作而決定需要分開幾天幾次進行）

第一年，
日本（以東京為準）十人次，十四天
第二年，

日本（以東京為準）十人次十四天；首爾 五人次十四天；越南、新加坡與印度（以新德理為準）共四人次，十四天 
表格A09

十、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旅費
（總計畫及子計畫均需填寫）
1. 請詳述預定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之性質、預估經費、天數及地點。

2. 請詳述申請人近三年參加國外舉辦之國際學術會議論文之發表情形。（包括會議名稱、時間、地點、發表之論文題目、補助機構，及後續收錄於期刊或專書之名稱、卷號、頁數、出版日期）

3. 請分年列述。.
表格A10

十一、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
（總計畫及子計畫均需填寫）
1. 計畫中文摘要（含2-3個關鍵詞）。（五百字以內）
2. 計畫英文摘要（含2-3個關鍵詞）。（五百字以內）
關鍵字：中國研究，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越南，澳洲，建構主義

中文摘要：

本計畫旨在建立有世界特色的中國學研究議程。目前世界上流通的中國研究，不存在英語文獻外的問題意識，近年已引起個別學者的反思與批評，但是缺乏深入的發掘、有系統的研究與全面的整理。本計畫主要以亞洲為範圍，整理流行於英語文獻之外的中國學問題意識，向後追溯，向前開展，整理非英語文獻之中國知識史，勢必對當前世界中國學的研究議程形成重大撞擊。
    在方法上，本計畫通過各國研究團隊的加入，一方面對各國資深中國學者進行口述歷史訪談，組織各國研究者對此訪談結果進行分析；二方面並動員國內研究生整理各國中國學既有文獻中之問題意識，以此作為論文課題，開展源源不絕的個人知識史、議題知識史與社群知識史，形成與英語文獻相互對照的一個多元、多層次的中國學樣貌；三方面以研究帶動教學，以教學支援發表，以發表完成研究，形成研究、教學與發表三合一的學術環境。
    跨國性知識社群仰賴跨國團隊，組成跨國團隊仰賴社會科學界通力合作，因此必須組成跨校團隊。這樣的規模只有台大來號召，有賴本校領導在執行五百億計畫時，開放心胸，跳脫本位，包容各校共同參與，以建立台灣整體在世界中國學界的地位為主要考量。唯如此，台大才能領導國內學術對知識探究有所貢獻。
Keywords：China Studies, Japan, Korea, Singapore, India, Vietnam, Australia, constructivism

英文摘要：

This project provides an epistemological review of how past social science and historiography research on China in general and Chinese politics in particular has affected the way postcolonial scholars approach identity politics in East Asia. These postcolonial scholars come from Japan, Korea, India,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An epistemological review of this sort enables the research community to locate the past research in non-English each 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 When this is done, the local scholarship can legitimately develop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embedded in indigenous discourse. This current project begins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China research and the image of China are mutually constituted.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mmunities affect the research of China in those communities. This project collects data of these complicated relations and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a agenda in each different community, which refers to the evolution of methodology, subject matter, curriculum, student enrollment as well as research funding. There are five sub-projects dealing with the oral history of senior China scholars concerning their career path, the sources of funding, the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research agenda, the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urriculum and the approach to managing cross-national research. To execute this project, the project director will call for interviewees from each local community that meet with the goal of the project and, accordingly, this project will eventually serve as a global platform for each research community to exchange their self-critical 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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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研究計畫內容
（總計畫及子計畫均需填寫）
總計畫與子計畫之研究計畫內容分別以20頁及15頁為限。
1. 簡述近五年與申請計畫內容相關之主要研究成果。
2. 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請詳述本研究計畫之背景、目的、學術重要性、預期在研究領域的創新、以及在國際競爭上所帶來的影響。
3. 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請分年列述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以及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並請說明與其他子計畫之相關性。
4. 請敘述參與整合型計畫（包含總計畫及三個或以上的子計畫）之研究經驗。
5. 說明參與系所／中心或其他單位（含產業界）所提供之配合項目，如經費補助以及空間、人力、耗材、教學、行政支援等。
6. 請分年列述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主要成果及貢獻。
7. 參考文獻及相關資料.
計畫名稱：

「中國學」知識社群之跨國研究

──研究、教學與發表三合一之跨校五年期研究計畫暨規劃案

計畫總主持人：石之瑜

校內協同主持人：李炳南，高  朗，楊永明，唐代彪，黃長玲，林  端，徐斯勤，黃旻華，鄧志松
校外協同主持人：曾國祥，袁易，李朝津，周兆良，周志杰，許育銘，蔡瑋，楊念祖，丁仁方，陳欣之，王金壽，張啟雄，楊鈞池

國外協同主持人：早稻田大學平野健一郎，東京大學村田雄二郎，中央大學土田哲夫，中央大學李廷江，越南社會科學院馮氏惠，又石大學宋在薰，韓神大學教授金都姬，首爾大學鄭在浩，延世大學白永瑞，首爾大學辛奉受，中央公務員教育院金元泰，光雲大學鄭幸得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朴光海，北京聯合大學陳文壽，中國社會科學院何培忠
一、 計畫目標
（一）追求我國「中國學」知識卓越與特色的研究成果

推動本計畫的首要動機，是要在中國研究方面，超越英語社會科學文獻對我國知識過程的限制，擺脫對西方流行的研究話語產生依賴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不可或缺的一個基礎，是必須進入各個邊緣研究社群，整理、歸納、協調並開展在英語文獻以外，關於對中國研究既有之問題意識，在了解英語之外的中國知識之所從出，才有可能根據不同研究社群的歷史與文化脈絡，組織不仰賴西方學術框架的學術管理團隊。本計畫的規劃與執行，是把這個打基礎的工作，做得更深更廣，而且有針對性，故所擬議的「中國學」知識社群研究的計畫，將把焦點鎖定在台灣知識界具有競爭力的領域內，亦即關於中國知識的建構上。

此一計畫的推動，保證在對當代中國知識反省過程中，絕對不會止於過往熟悉的文獻整理而已，而要更進一步從根本上看英語學術中的中國知識是怎麼發展的；也不能止於觀察既有資料，而要根據我們自己的理論架構來蒐集基礎資料；不能止於在台灣蒐集基礎資料，而要到各地去徵求、蒐集對我們的理論架構有幫助的基礎資料。讓世界上有興趣致力於中國民主化研究的學者，都能參與並貢獻於我們所建立的反省架構。基於這個想法，本計畫的執行可以做到

1．呈現世界各中國研究社群的知識生產；
2．促成各社群對中國研究的反省與重建；
3．提升我國學界從事跨國學術管理的競爭力。

（二）重現並協調「中國學」知識社群之多元問題意識

查當前中國學研究文獻對於中國之界定大分為三類：第一類以歐美社會科學研究主流為代表，主張視中國為普遍性社會科學法則之個案，是與研究者主管無涉的外在客觀存在對象；第二類則是採納某種本土社會科學的立場，雖然承認中國為外於研究者之客觀研究對象，但認為目前歐美主流所發展的中國知識，受到歐美學者的問題意識所侷限，因而必須根據中國自身的經驗加以修正（做這樣主張的社會科學家在國內外都有）；第三類更進一步質疑中國作為客觀研究對象的可能性，主張中國與中國學之間有相互構成的關係，這最後一類反省在文學與史學界已經開始受到注意，在社會科學界仍闕如，本計畫謀求在社會科學界提出不同於既有本體論與知識論的中國研究，以探討中國、中國學與中國學社群之間的關係。

當前國內政治學研究中，中國研究與兩岸關係是國內主要資源與關切所在。目前的研究趨勢中主要兩個大方向分別是新制度主義（包含民主化、改革、國家社會學）的運用與政策相關分析，與國際學術界之接軌也以這兩個大方向為主。這兩個大方向的探索有賴一定的理論準備、國際人脈與研究經費，已有飽和趨勢。另外一個外在研究趨勢是探索東亞作為政治區域的涵義及其可能性，這個議程在國內的文史哲領域較為流行，社會科學界尚未展開，也在大陸、日、韓等國日漸受到重視。其中，中國作為亞洲國家的意義備受關注，但是哲學思辯居多，實證研究闕如。政治學、實證性與中國這三點的結合，適合成為研究議程。

要探索中國、中國學與中國學社群之間的關係，重要的起點在亞洲，亞洲各知識社群各有自己的問題意識與知識社會史，對中國的關係界定影響對自己與對中國的理解，如澳洲是以亞洲國家自居的白人墾殖社會，力圖在知識上維持與歐美主流的距離，但又同採英語寫作，力求與主流文獻對話；如日本做為亞洲歐化的優等生，對於自己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以謀求日本在世界上的平等地位，發展除了與歐美文獻截然不同的研究角度，呈現出與歐美普遍性理論並不相關的中國知識；如韓國處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歷史軌跡，使韓國對於亞洲與中國的界定，受到與日本關係的影響，因而不存在日本思想家所奠基於歐化這樣的參考點；如新加坡為面對馬來社會與印度社會的海外華人社會，又受到英國的殖民，因而同時必須與英國知識社群保持對話平台，與馬來社會維持區隔，於是其中國研究的問題意識不同於東北亞地區；在東南亞諸國中，越南中國研究在一九九三年後專責成立中心，後來居上，其中留學中國與俄國各有特色；最後是印度知識界處在儒家文明圈之外，與中國存在競爭關係，與英國殖民母國知識界也有保持對話已獲取認可的需要，因此有別於澳洲式的墾殖社會。

（三）建立「中國學」之教學、研究與發表三合一永續議程

追求長遠地、根本地來因應追求學術卓越的期盼，應從營造學術社群與知識家族入手，結合研究與教學，提出屬於我所師生自己共同的議程與自我檢驗標準，力求在同仁從事研究與同學撰寫論文時，不走歧路遠路，不落單，不重複，有家族為後盾，有前人為基礎。

利用計畫提供之資源，與計畫團隊成員所組成之知識家族，向各研究所公告計畫相關之論文研究課題與議程，師生共同研究，論文共同發表，形成系列。如此規劃，論文品質既然關乎未來發表潛力，擇足以保證指導教授隨時關切介入論文研究過程，改善論文寫作單打獨鬥的與師生溝通有限的論文指導過程，加速論文完成時間。本計畫將做到：

１．試行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為研究、教學與發表三合一之知識家族

２．公告「中國學知識」相關論文課題並向全國研究所徵求論文大綱

３．計畫參與師生共同研究並修正論文後，經審核發表成冊或論文集

二、 執行方式
（一）研究團隊

本計畫之執行以政治學系既有之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為行政團隊基礎，組成跨國跨校團隊，國內團隊成員主要來自目前已經運作六年的政治學與文化研究團隊，而該團隊之前身，為運作三年之跨科際政治學研究團隊。這七個團隊分別是：

──蔣經國基金會支持中國學知識社群之研究──日本先驅計畫團隊

──總主持人現行推動之日本「中國學」問題意識國科會計畫研究團隊

──跨國推動中之韓國中國學知識社群研究團隊

──跨校推動之新印中國學知識社群研究團隊

──台灣大學與中山大學「知識中國研究、教學與發表三合一」知識家族

──對英語建構主義文獻的中國回應團隊

──由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之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成員，與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家講座教授設立之政治學與文化研究團隊成員，共同組成控管團隊。

政治學與文化研究團隊自二零零零年起運作，迄今進行三十一次研討會議，參與同仁遍及全國高等院校。政治學系之中國研究中心則已經成立三年。日本計畫團隊已經成立三年，是由政治學與文化研究主團隊中分出；研究、教學與發表三合一團隊以中山大學政治學所同仁為主，台大政治學系為輔，參與同仁彼此合作有年；對建構主義中國研究的回應主要是由政治學與文化研究團隊中招聘；韓國計畫團隊與新印計畫團隊為新組團隊，仍在擴大中。越南計畫團隊正在籌組，預計二零零七年三月之前可以完成；澳洲團隊尚未組成，俟第三年起，主要將由政治學與文化研究團隊中招聘組成。

另外，本計畫跨國與跨校團隊之組成與協調相關之行政，另有包括台灣大學東亞民主中心、中國大陸研究學會、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高等政策研究中心、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三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外中國學研究中心、早稻田大學卓越中心中國研究室、韓國又石大學中國通商學系，越南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中心給予支援。

（二）研究執行

本計畫凡涉及對資深中國研究學者進行口述歷史訪談者，一律由當地聘雇青年研究者執行。執行之前先參加工作會議，務求就訪談內容反覆溝通，規定訪談程序，並在事後進行翻譯。凡涉及對特定議題、人物、時代或學科之問題意識，則由我國研究團隊與研究助理負責執行；凡涉及蒐集教學資料之研究、則由通曉當地語言之同仁與助理偕同國外研究團隊成員共同負責。研究過程中蒐集所得之資料一律上網，向全國徵求分析研究者。研究究成果發表以每三年為一期。

（三）執行步驟

每一知識社群之研究啟動時間不同，但步驟類似，簡述如下：

１．建立核心跨國跨校團隊，並對外徵選研究計畫。

２．閱讀相關文獻，並進行研究札記與文獻回顧有關之寫作。

３．召開工作會議，進行研究議程與研究方法之溝通。

４．選擇特定研究對象，並與研究對象進行接觸，安排訪談。

５．徵選論文大綱，就不特定對象之問題意識進行論文撰寫。

６．整理口述訪談，併同一般性研究資料中文化之後，發表成果。

７．撰寫論文與專書，投稿發行。

（四）配合款

本計畫為跨國跨校計畫，各單位均有配合款來源。

政治學系中國研究中心以蔣經國計畫經費啟動，作為為日本中國學問題意識研究之基礎，並提供行政與空間支援；

中山大學政治學所已經延聘或延聘中諮詢團隊（韓國內四人，東亞區域五人，歐美三人）到校或書面提供研究與教學有關指導，同時擬聘雇博士後人一名，且已設立日本、韓國與澳洲中國學研究之論文獎學金，作為推動教學、研究與發展三合一知識家族之經費；

韓國中國經濟通商學會將申請配合款推動韓國部份研究；

印－新計畫之種籽經費，將同時向中山大學之五年五百億項下申請。

建構主義巡迴計畫則協調由各該地接待單位負責食宿行政。

三、計畫架構

１．架構摘要

本計畫針對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澳洲、印度有關中國研究的知識生產過程，進行初步的探索與整理，其長遠之宗旨在於，建立台灣研究社群對各國中國研究從事分析評估之能力與信心。而選擇以上亞洲知識社群作為起點之一的原因，是亞洲作為後殖民地區，擁有大規模中國研究社群，累積大量中國研究文獻之知識社群，與英語社群形成明顯的差異。
本計畫屬於一項永續大型研究計畫之先驅計畫，該大型計畫研究之主旨在於，針對各國中國研究社群與「中國」之間的政社經關係，探究「中國」作為研究對象的意義，歸納中國研究學史，促成各國反省「中國研究」與「中國」如何相互構成。環顧國內外，迄今不見以本國學者位置為出發點，蒐集、整理、評估並分析有關各國之中國研究學界的知識生產過程，本計畫旨在將研究主體寫回在地社群。這種研究信心的建立，必須靠實際研究活動為後盾，而不能流於口號與意氣，因此必須真正有實際研究活動，建立發言地位。

此一大型研究將在台灣建立核心團隊，未來將向各國中國研究學界徵選研究計畫，建立國內中國研究領域跨國管理能力，使不再依附於英語研究議程。目前推動一項先驅計畫，在蔣經國基金會項下執行，對象為日本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亞洲經濟學會與現代中國學會。

研究計畫分為甲、乙兩項議程進行研究，甲議程是推動中國研究資深學者、學術機構管理人或退休管理人之口述生涯史。乙議程是閱讀並歸納該研究社群的相關資料，包括各機構或學會的中國研究議題、範圍、方法的變遷；各機構所在國與中國政經社關係的變遷；各機構研究與教學經費之來源；各機構有關中國研究課程與師資的變化。

本計畫說明亞洲各知識社群中國研究之知識生產，如何受各社群本身之制度經驗所制約，並邀請各社群知識界共同反省，認識到知識的產生受到學術社群背景的影響。最終的大型計畫將作成平台，供各國學者交換各自對中國研究之反省，從而形成中國與各國自我認識的開放態度。

２．研究主題的學術意義與必要性
（１） 對中國研究領域的重大意義

甲．台灣中國研究社群追求學術卓越的基礎

建立屬於台灣本土的跨國知識管理團隊的目的，是要超越英語社會科學學術界對台灣的限制，擺脫對西方流行的研究產生依賴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不可或缺的一個基礎，首先就是必須了解各國如何研究中國，在了解西方關於中國知識之所從出以後，才有可能根據台灣本身的歷史與文化脈絡，組織不仰賴外來學術框架的學術管理團隊。先驅計畫的規劃與執行，是把這個打基礎的工作，做得更深更廣，而且有針對性，故所擬議的「中國」知識社群研究的計畫，將把焦點鎖定在台灣知識界具有競爭力的領域內，亦即關於中國研究的知識建構上。

此一研究團隊的設立，保證我國在對世界之中國知識進行反省的過程中，絕對不會止於過往熟悉的文獻整理而已，而要更進一步從根本上看關於中國的知識是怎麼發展的；也不能止於觀察既有資料，而要根據我們自己的理論架構來蒐集基礎資料；不能止於在台灣蒐集基礎資料，而要到各地去徵求、蒐集對我們的理論架構有幫助的基礎資料。讓世界上有興趣致力於中國研究的學者，都能參與並貢獻於我們所建立的反省架構。基於這個想法，本先驅計畫所屬之永續大型研究計畫之執行可以做到
──呈現東亞各中國研究社群的本土問題意識；
──促成東亞各社群對中國研究的反省與重建；
──提升我國學界從事跨國學術管理的競爭力。

乙．學術領域中重大的理論意義

中國大陸目前是社會科學界的主要研究對象之一，由於社會科學界在方法與取材方面，向來遵循英語世界中國研究的主流趨勢，就使得英語世界的中國研究，往往不自覺地以美國政府的政策服務為起點（Michael J. Shapiro, “Social Science, Geophilosophy and Inequal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 2, Summer 2002; Bruce Cum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1, 1997），深刻地關係著各國的中國研究與中國政策，從而蔚成若干中國研究中不受質疑的前提。

歷來國際的社會科學界對中國的研究都號稱客觀中立，理當不受到研究者所處時空環境的影響，則研究者所處之國度，當然也應該無礙觀察中國的角度。這種關於中國的知識論，正在面臨嚴峻的挑戰。邇來全球化潮流澎湃激盪，已經影響中國研究者在觀察中國時所假定的外在客觀位置，使人不得不深思，到底是全球化是因為影響了中國人的行為，從而挑戰了中國研究者，還是全球化先影響了中國研究者，使他們既有的觀察中國的一些前提發生動搖？台灣的研究者可以說是率先參與在這方面提出反省。(Chih-yu Shih, Collective Democrac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 1999; Lily Ling and C. Y. Shih, “Confucianism with a Liberal Face,” Review of Politics, Winter 1998)，並受到相關文獻的引用(Daniel Bell, East Meets W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Suisheng Zhao, China and Democrac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全球化的腳步在四方面顛覆了區域研究的前提。首先，大規模的經濟交流，模糊了客觀的區域界線，以地理疆域範定的研究對象，已經溢出了疆界，難以捉摸。(Fred Dallmayr, Bordering Crossing, Lexington: Lexington Press, 1999; Don Kalb, et al., The Ends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Michael Shapiro and Hayward Alker, Challenging Boundar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國際學術關注的對象不得不隨之改變，迫使研究課題由國家行為者轉向低層次的行為者。其次，頻繁流動的各國僑民，混淆了社會科學家的主體意識，原屬異教徒的留學生可以在歐美取得博士，有的比誰都更鄙視自己所從出的地區，戮力維護科學家的尊嚴以示自己擺脫了落後，躋身先進；有的則深刻反思，巨幅修正並挑戰主流的理論與方法，賦予區域中的被研究者前所未見的主體位置。（Chih-yu Shih, Negotiating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2002; Albert Paolini, Navigating Modernit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9; David Campbell and Michael Shapiro, Moral Spa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再其次，研究資源的多元化與跨國化，使得原本區域之內本土的課題，可以堂而皇之成為國際的課題。最後，上述種種接觸培養了新一代的學者，他們不少人同情各個區域的本土視野，衝擊著過去要求區域研究者在情感上保持距離的規範。(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7; John Gledhill, Power and Its Disguises, London: Pluto, 2000)。

中國向來是社會科學家適用既存社會科學理論的地方。但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所提供的具體的或潛在經濟機會，使更多的人必須從中國人的角度了解中國人，才能有助於他們在洽談商機、管理工人、設計產品的時候拿捏得體。中國人前往海外成為勞工、專家、富豪、學生、亡命人、配偶、罪犯，逐步瓦解人們對中國的單一刻板印象，從而有了大中國區域的說法，力求能將滿溢出大陸的中國人，再放回一塊看似客觀的地域空間中去。大陸的研究者雖然對西方有所反彈﹐然而中國大陸對西方資本、管理、產品、技術、人員的接受，早就不容許有單一的中國觀點了，則抗拒西潮的氣氛失去著力點。

中國大陸與世界各地的往來，和世界各地對中國的研究，就在這種相互激盪之下，彼此發生作用，一方面，既有人想鞏固中國作為一個靜滯的客觀對象，另一方面，又有人抵制這種努力。其結果，全球化對世界各國自我認同的衝激，可以一定程度地在中國研究上反映出來。全球化潮流下中國認同的呈現，說明了全球化對中國研究者的衝激，對中國研究的影響想必深刻，也就對中國人如何認識自己，產生某些效果。

本項先驅計畫的構想符合全球化與國際化的趨勢，集中、台新銳學者針對全球化之下關於中國的研究議程。這個議程指涉的核心是研究者心目中的中國，大計畫的研究範圍將包括歐美與東亞各國的中國研究者。對中國研究社群本身的研究，是目前中國研究中極缺的一環，因為一個研究社群同中國的交往與他們的中國研究議程，兩者是相互構成的。在全球化影響下，比較歐美研究社群與亞洲研究社群，也是深入理解文明差異或相通的重要起步。若不了解中國研究社群，就不能深入的、全面的掌握中國研究的知識內容與意義。

丙．區域研究方法論的重大突破

本計畫以研究知識生產的過成為焦點，兼採後設研究的詮釋方法、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與實證研究之訪談方法、量化方法與相關性分析。本計畫作為一項知識論的研究，其本身的知識論不睬去主客二元對立的假定，而認為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試相互構成的，這個主張不僅適用到本計畫所談討的「中國」知識生產，故我們要研究中國研究的社群，與中國之間的相互構成，同時也適用於本計畫團隊，故對於知識社群的研究，是由本計畫的研究團隊，與我們所研究的知識社群，所共同構成的。

知識社群的文化、歷史脈絡，以及他們所處的當代情境，是他們所生產的知識的重要內涵，如果本計畫能釐清這個內涵與所生產的知識之間，存在這樣或那樣具體的聯繫，則對於該知識社群認識到自己所生產的知識具有什麼意義，會有極為重大的貢獻，也同時對於其他知識社群在閱讀該知識社群的作品時，有能力將這些作品放進特定的文化歷史時空中，更關鍵的是，培養其他知識社群進行同樣反省的意願，於是協助所有的知識社群，都能彼此認識到自己的知識視角，從何而來，彼此如何相互影響，相互修正，相互誤解。

基於這個原因，本計畫必須邀請我們所研究的對象社群，共同參與研究，恰恰也符合蔣經國基金會的獎勵宗旨。但這在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中是創舉，更是中國研究主流所從來沒有設想到的，因為在既有中國研究之中，被研究的所謂中國人，不論是正面或負面意義的參與，都只是對象。現在，我們藉由我們研究的對象社群，共同參與我們對他們的研究，讓他們也能從這樣的方法中，體會他們的研究對象，在他們的研究議程上所做出的參與。

本計畫對於規格化與量化資料的處理方式，必須等待資料浮現之後，根據大家對資料的解讀來決定。比如對於課表資料，或研究資金的資料，都是可以針對不同的目的，採取不同整理方式，每一整理方式或都對研究者有意義，但同時也等於提醒研究者，規格化只是一種研究技術，受到研究者目的與解讀角度所制約。

（２） 台灣在中國研究有關知識反省上具有的優勢

站在接受全球化潮流最積極，且又與中國大陸關係最密切的台灣，最適合從事中國研究的知識論反省與檢討，也只有台灣的研究社群，才可能產生出這種最高知識層次的反思意識。藉由本知識社群研究的計畫的推動，爾後各社群與英語世界研究社群的對話，就不僅限於前者學習與適用後者特定理論的既有學術習慣，而有助於所有研究者提升層次，對於理論發生與演進的時空性，抱持政治警覺與不斷反省的自我要求。

過去對於中國研究的零星反省批判有四個盲點。第一，他們的對象主要是所謂的西方，但採西方觀點的非西方作家比比皆是，西方與非西方的分野不可能窗明几淨。第二，對亞洲內部的中國研究及其變遷多未著墨。第三，每個批判雖都言之成理，對於非英語研究社群的研究環境，則全無分析。第四，對中國研究中知識論的紛歧缺乏整理。本項先驅計畫的團隊將截長補短，蒐集各亞洲知識社群中國研究者對中國研究的評估，容許中國研究知識視角的多樣，將來希望讓亞太各研究群的問題意識因而可以與歐美研究群的問題意識並列相提。但同時，又對他們各自處理研究對象的態度，保留批判的敏感度。
此外，值得強調的另外一個現象是，中國大陸近十年對西方學界的中國研究出現檢討。上海召開兩次世界中國學論壇，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國外作國學研究中心，這些努力值得尊敬，但是顯然多數檢討是站在歷史的角度批判西方觀點，沒有注意到大陸本身的政治經濟發展，恰恰是依賴著大陸學者所批判的西方觀點在進行，所以反而可能成為西方觀點的延展。大陸作家的特色是宏觀，但缺乏實證的研究作基礎。而且傾向將學問看成是唯心的產物，忽略其中與世界政治經濟結構相互構成的部分。這正是台灣的中國研究學者可以超越的部分。要做到既能從中國歷史角度理解西方觀點，又從西方政治經濟分析中理解這個中國歷史角度，有賴處於知識視野尚未堅固的台灣學界，準此，本知識社群研究的計畫可以搭建出一個對話平台。

（３）既有的跨校研究團隊

甲．既有團隊默契與經驗
本知識社群研究的計畫以台灣大學「政治學與文化研究系列」既有跨校團隊為核心。本系列原發起於民89年，名為「跨科際政治學研究系列」，次年更名「政治學與文化研究系列」，以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為管理中心，由石之瑜教授主持。其目的在維持國內政治學研究與國際趨勢同步，開展國內政治學的本土研究議程，檢討政治學用於中國研究的情形，推動中國研究的知識論重整。

乙．既有團隊擁有之學術資源

本計畫團隊在海內外均有聲譽，擅長於相關學術資源之整合，已有資源包括：

（a）「政治學與文化研究」系列小型研討會，聘請人文科學相關學者，與跨人文科學研究及政治學研究經驗的資深學者對話。研討會每學期三次，已進行三年計十九次，由石之瑜教授負責協調整合，計畫進行期間，本系列將作為養成訓練與初步成果試讀之平台，目前排定課程以口述歷史的方法為主。

（b）「政治學與文化研究」中型研討會，針對特定文史哲思潮對政治學的反省；探索特定文史哲思潮下的政治學議程發展；面向自由主義的回應，已進行一次。日後將安排為本研究計畫對外發表之窗口。
（c）出版通訊，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預算支持，於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出版之《中國大陸研究教學學通訊》迄今進入第十年，現與本研究系列結合管理，由石之瑜教授負責整合。

（d）出版相關學位論文，已經與揚智出版社簽訂契約發行「知識政治與文化」叢書，由石之瑜教授主持編務，成立十三人之跨校編委會，編輯委員多數來自本計畫團隊，負責評選優秀之學位論文改寫完成，已自民92年起發行第一冊。

（e）學位論文研究獎助，凡國內立案機構博、碩士論文以政治學知識論或文化研究相關範圍為課題者，得申請論文研究一至三萬元補助費用，政治學系成立五人審核委員會，負責審核獎助申請案。得獎者未來可以加入本計畫研究，並鼓勵未來論文研究金申請者參與本計畫。

（f）舉辦「中國大陸研究方法」夏令營，首屆於民92年東華大學創辦，將做本計畫研究成果面向青年的窗口。

丙．主持人之經歷豐富

本計畫台灣核心研究團隊主持人均涉獵中國研究多年，具有豐富的跨國經驗與管理經驗，主持過國科會研究計畫，各政府與民間機關大型研究計畫，多數精通一種以上外語。

本計畫並配合台灣大學東亞民主中心運作，持續延攬各校同仁，尤其以年輕之助理教授加入，培養跨國管理能力，儘量分散所屬各校與學術領域，故與過去大型研究計畫以學校或學派為主軸的整合方式，顯有不同，對於培養國內學術界跨國管理能力與信心，以及研究成果的推廣，具有更為全面性的效力。

（４）領導跨國合作的國際化能力

對多數國家的研究者而言，如何對以中國為對象的區域研究進行知識論的理解，並且能不受文明衝突氣氛的影響，的確頗為困難，這點在台灣也不例外。但是台灣地區中國研究得天獨厚有其原因：與中國的歷史文化淵源，使台灣的中國研究者最具有體會研究對象的條件；作為後殖民地區與過去冷戰的橋頭堡，台灣的發展又最受美國與日本影響；台灣本身是中國文化圈內受全球化撞擊最深，且民主化經歷最久的少數地區之一。因此，台灣研究者最有機會擺脫文明衝突心態，平心靜氣看待全球化潮流對中國研究的影響。

本計畫最終將發展出我國研究團隊自己的研究議程，此一議程是世界各研究社群目前沒有資源、立場或深度所能進行的，但勢必會認為重要。故若能在政治學系中國中心的鼓勵引導下，共同學習從事反省，參與台灣的對話平台，足使台灣的研究團隊進階為世界學術管理重鎮之一，進行議程規劃，資料綜合，資源管理，方向主導。目前國內跨國學術管理方面，不僅人才不足，更嚴重的是信心的缺乏，本知識社群研究的計畫結合跨代、跨領域、跨校之學者團隊，共同培養國際管理知視野，其意義比計畫實質內容本身，更值得重視。

３．計畫的長程願景、目標與基本策略

（１）願景

所有的區域研究都涉及文化視野的選擇。事實上，區域研究的概念，本身就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視野。它是以某個地理疆域為基準，而不以研究方法為基準的研究取向，因此容許來自各個不同社會科學次領域的研究者，用互不相容的研究方法，共同把這個地理疆域當成對象，成為研究伙伴。(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8)所謂當成對象就是說，研究者不在乎被研究的人對研究結果有什麼看法，因為被研究者不見得了解自己行為的意義，更難掌握研究者關心的理論課題。

不過，這種研究態度在研究者面對基督教地區的時候，往往並不存在，的確，當代執牛耳的社會科學研究者，都是從這些地區的經驗中發展出自己的理論和方法，因為基督教地區的研究者主觀意識向對清晰明確，他們的生活經驗決定了社會科學理論的問題意識，故從來不是既存社會科學理論反省的對象。只有基督教以外的區域研究，才是所謂客觀理論的適用對象。結果，凡是研究歐美地區的各個不同社會科學領域的人，都強調學科認同，他們是以各學科的方法學，分別決定了各個領域的範圍，而不是以地域為學科劃分的範圍。歐美的社會科學家因而不把歐美地區視為區域研究主要內容；只有研究歐美以外地區的人，才強調區域認同。從事區域研究的人往往覺得，要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才能證明自己的理論優越。

本知識社群研究的計畫面對全球化趨勢，大膽承認在中國研究中，不存在客觀性，吾人的研究興趣、經費、議程、普及程度都受全球化對各國與對中國的影響。吾人也挑戰世界各國的中國研究學者，邀請他們認清自己的研究也不具備客觀性。總體而論，則中國研究就是諸多全球化潮流中的變數之一，它受全球化影響，也影響全球化。這個研究的高度，將本項先驅計畫與全球知識生產拉到同一個位階，對於我國的國家發展有兩方面的影響，厥為本項先驅計畫的目標，略述如下。

（２）目標

首先，在學術管理能力方面的目標有：

１．建立國內中國研究領域跨國管理能力，不再依附於英語研究議程。

２．加強國內中國研究領域之學術實力，開發宏觀與深層的研究議程。

３．提升國內中國研究領域領導地位，成為國際研究議程的重要主導。

４．培養新近學者管理大型學術計畫的經驗，繼續發展跨國研究議程。

其次，在中國研究的知識論方面，則有以下四個目標。第一，這個計畫的提出，就已經說明了，全球化下的學術研究，有賴居於全球化潮流最前端的研究者來領導。其他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有穩固的主權地位，人們對全球化的思索，是站在一個本位主義上進行。而我國的研究隊伍在研究出發點，心態上不會習慣性地依賴舊時代的主權基礎，其理至明，而會更加注意到，以主權疆界為學科範圍的當代中國研究，是否必須做一定程度的反思。

第二，中國研究的本身和從事研究的研究人員一旦都成為研究對象，就表示過去中國研究裡所呈現的中國，不是一個固定的、本然的、天生的中國，而是受到政策實踐與資源結構的影響，且在歷史上為了因應不同的政治經濟目的，並配合歷史事件的巧合，而產生的結果。這個對中國的概念的質疑，就連帶使得中國主權這個概念，也必須加以質疑。在現今兩岸關係大通的時代裡，打破舊框框裡的中國與中國主權，不但有利於兩岸人民的交往，也有助於率領世人突破舊世界的思維方式，則過去我國在國際間受到的不平待遇，在此可以轉而成為邁向新世界秩序的資產。

第三，除了結合各國學者進行研究外，也將在各國資深學者的口述歷史中，順其自然地把計畫宗旨和意義加以介紹，所以影響範圍及於吾人的研究對象。訪談重點是邀請他們回憶自己的研究生涯，更是提醒研究者注意到自己曾經身受何種政治經濟勢力的左右，不僅有助於世界性知識論反省，也刺激自己在訪談過程中學習、體會並同情不同研究社群的處境，建立彼此感同之心。

最後，本知識社群研究的計畫創新地把全球化潮流下的中國，和全球化潮流下的中國研究，作了突破性的結合。換言之，對中國研究社群的研究，有助於中國研究。不論是中國，或是中國研究，他們有一個共享的全球化背景。這個研究預設的無窮潛力，在於提醒各國的研究者，人人都應該在同樣的歷史基礎上研究自己，譬如關於美國的研究，和關於美國研究社群的研究，也可以做本計畫所提倡的反省，其中的含義深廣無盡。

（３）策略


本項計畫固然是檢討英語文獻中關於中國知識的生產，因此有將學術能動性寫回英語地區以外的知識社群的作用，可以視為對當代中國研究的一種學術批判，但是在策略上，大計畫部份將廣邀包括日語、英語學術界在內的各國學者共同進行。本項先驅計畫除了由研究團隊推動之外，也將對日本中國研究者提供理論與制度的誘因，網羅尤其是年輕學者加入。在理論上的誘因是以反省既有知識論與問題意識為主，使他們與自己的老師被居於平等對話的位置，並引介彼等加入不同知識社群之問題意識與研究議程為輔，號召各國學者協助蒐集資料，主持訪談，參與檢討，利用資料，發表成果。制度誘因則主要是提供研究經費與研究方法之支援，安排出席會議與發表機會。

本項計畫亦將諮商資深已退休學者之生涯經驗，他們過去教學研究過程使用之課程大綱、研究大綱均缺乏整理，本計畫提供他們一個制度化的機會，將自己畢生所累積之教學研究經驗，在書面上加以保留。已退休教授之課程表乏人整理，即將流失，允為中國研究知識史上的重大損失，如何透過本項先驅計畫之推動，搶救其中猶未損毀丟棄之部份，對於重整過去數十年各知識社群對中國研究有關問題意識之傳承，有極為重大之意義。

４．研究構想、執行策略、研究步驟、研究分工、階段性目標、預定成果

（1） 研究構想

甲．文獻

過去對中國研究者採取檢討態度的，往往充滿對立氣氛。John King Fairbank 的學生James Peck (The Roots of Rhetoric: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America(s China Watcher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 1, 1969) 指責師輩們的研究有帝國主義傾向。台灣已故的中國研究前輩郭華倫（《中國問題論集》，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則挑戰歐美的同事欠缺體會的能力。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台北：聯經﹐1991) 代表來自歷史界的批判，指責同僚們西方中心。日本的歷史學家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台北：國立編譯館，民88）則具體說明，如何在中國發現其自身的歷史。台灣的傑出心理科學家楊國樞（＜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本土心理學》，1993）乾脆起而力行，發表六萬言書，反對用西方概念、西方方法來分析中國人。宣告現階段應先求擺脫所有非本土的西方觀念。
本計劃主持人之一石之瑜亦曾懷疑中國研究者是在藉著幻想中國，來紓解自己的文明焦慮，從而主張抗拒 （《大陸問題研究》，台北：三民，1994；＜大陸研究中的Type I Error 和Type II Error＞《中國大研究教學通訊》15﹐1996）。新一代佼佼者Harry Harding ((From China, 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22, 10, 1982)更嘲弄中國研究者亦步亦趨於中南海的政策腳步之後，找尋研究題目與理論方向。
採釜底抽薪批判策略最尖銳的是Bruce Cummings （前引），他從學術生產資源與管道的整理，證明政治介入中國研究的嚴重後果。最細緻的當推Richard Madsen ,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對中國研究內部的意識形態與權力鬥爭如數家珍，全盤托出，將中國研究的解構與時下流行的後現代批判接軌。
華裔女作家凌換銘 (Postcolonial Learn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Palgrave, 2001)與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記》，台北：麥田，1995）再進一步，極為犀利地點出了中國研究中的父權前提。從後殖民角度出發的則以Tani Barlow（Formation of East Asian Moder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為首，另外有石之瑜（《後現代的政治知識》，台北：月旦，民91）。


也有溫和的反省。David Shambaugh (The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M. E. Sharpe, 1993) 就編纂了一部從英美知識界來自我反省的書。其中當然有些批判，但更重要的應該是他全心繼承既有的知識論。在知識論上檢討最深入的則推Bruce Dickson (ed.), Trends in China Watching: Observing the PRC at 50 (Washington D. C.: The 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來自彼岸的反思正開始出現於書店的架上，近來的文獻包括王景倫，《走進東方的夢》（北京：時事，1994）；侯且岸，《當代美國的“顯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是介紹性較強的；對思想家採批判態度的有像呂超，《外國人的中國觀》（瀋陽：遼寧教育，1995）與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上海：學林，1992）；對西方學術觀點反思的代表作是鄧正來，《研究與反思》（瀋陽：遼寧大學，1998）與譯作《日本人視野中的中國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6）。

乙．研究構想

「中國」知識社群研究的計畫具有永續經營之特質。針對每一個中國研究社群，可以三年一期為規劃，每年啟動新一期，每期相互重疊，揆諸當代中國研究相關社群遍及世界。有關不同知識社群之研究，將依照每年度聯繫、人力與資源之情況，分年展開，相互交錯。整體則擬採取穩紮穩打，逐年累積之策略，進行此項世界性的知識重整與反省。

針對每一個知識社群所生產的中國知識，分為甲、乙兩項議程進行研究。甲議程透過與學術機構主持人及資深學者之實際互動，以掌握中國研究之發展及成長過程，本研究計劃透過日本合作學者，網羅特定優秀青年博士生在審核通過後，進行具體研究工作之培訓與交流。甲議程之研究內容分為三項：

（a）個人歷史背景研究。即搜集訪問學者之學術生涯資料，包括研究環境之變遷、本國與中國關係之起伏、研究興趣之演進，研究團隊、期刊或學會之參與，同政府、半官方、基金會、社會團體或中國內部之官方與民間團體之接觸、合作、競爭關係，同海外華人，留學生之接觸，以及曾經歷之學術辯論。

（b）機構歷史背景研究。即搜集訪問學者所屬研究機構之成立及發展資料，尤其關於學派的形成與流變，研究資金來源，研究經費之分布。

（c）實踐過程研究。包括教育機構內之中國研究機制之形成、教案與教科書之變遷、選課學生之內涵與數量之變化、研究或教學資料之取得、對中文資料與中文學術界之評價。

乙議程是是以文獻研究為主，由台灣的研究團隊執行。內容是選擇各個不同研究社群中之特定研究機構或社群，進行檢索相關資料，閱讀並分類，歸納該研究社群的相關資料，包括：
（a）二次戰後各機構中國研究議題、範圍、方法的持續與變遷，含各機構出版物之量化及內容分析，以測知中國研究議程所處之地位；
（b）各機構所在國家與中國經貿、投資、軍售、政治訪問關係的變遷，與中國大陸人民前往各機構所在國家移民的性質（前述勞工、專家、富豪、學生、亡命人、配偶、罪犯）與數量的變遷；
（c）各機構與其教授及研究員中國研究經費與教學經費之來源；
（d）各機構講授有關中國的課程與師資的變化。

（２）研究策略與步驟

甲．甲議程

甲議程之執行以資深或退休學者為單位。第一年進行計畫執行人之徵選、審議、聘任、計畫內容與範圍之確認及簽約。第二年為計畫之執行、第三年計畫回報、彙整、上網並提出書面論文或計畫報告。每一項計畫徵選應視計畫執行內容和與地區核定經費。

乙．乙議程

乙議程重點在於檢索並閱讀相關資料，目的在歸納前一小節中所散論的四項變數資料，亦即該機構之研究議程上，曾出現什麼爭議，問題意識，及其間之趨勢，並檢索相關資料，閱讀並分類，目的在歸納前一小節中所散論的四項變數資料。除將協助甲議程對外徵選研究計畫外，乙議程將進行實地訪談，聽取受訪者對所在國與中國經貿關係、移民現象、研究議程與經費來源的評估；對研究經費來源的說明；蒐集大學課程、主修有關中國課程學生的生涯發展等資料。這是針對各該機構資深中國研究者進行的口述歷史，亦即他們的研究生涯史，或中國研究史。最後進行整理，釐清變數之間的相關性，與其他各國研究者比較，籌辦研討會，發表初步研究成果報告。集結編纂成冊。

本計畫的構想，已規劃者包括三個機構的訪談研究：日本現代中國學會與亞洲經濟學會；越南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所；其他機構將陸續聯繫納入。

（３）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資料蒐集與深入訪談的口述生涯史方法，屬於基礎研究的範疇。訪談儘量採用各該地區之語言進行，再輔佐以英文。訪談內容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開放式，另一部份為事先擬妥的問題，聽取受訪者對四類變數的評估。如果在訪談安排出現困難的地區，將採用開放式問卷，以非抽樣方式選定學界對象，並提供稿費。

訪談者的數量與訪談時間由各該國研究者依國情判斷，大體根據各國中國研究的發展狀況決定。訪談者的選取不採抽樣，依照三個原則：研究機構或教學機構的負責人，知名研究教學人員，有人推薦引見的資深研究教學人員，應由國外計畫申請者在申請時說明。

知識社群的文化、歷史脈絡，以及他們所處的當代情境，是他們所生產的知識的重要內涵，如果本計畫能釐清這個內涵與所生產的知識之間，存在這樣或那樣具體的聯繫，則對於該知識社群認識到自己所生產的知識具有什麼意義，會有極為重大的貢獻，也同時對於其他知識社群在閱讀該知識社群的作品時，有能力將這些作品放進特定的文化歷史時空中，更關鍵的是，培養其他知識社群進行同樣反省的意願，於是協助所有的知識社群，都能彼此認識到自己的知識視角，從何而來，彼此如何相互影響，相互修正，相互誤解。

基於這個原因，本計畫必須邀請我們所研究的對象社群，共同參與研究。研究對象概分為五類，一為留學外國（含美國，歐洲，前蘇聯，台灣，日本，中國）二為本土訓練，三為留學美歐且之後留在美歐發展。在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中，為了解研究對象，而對研究社群進行研究，堪稱創舉，更是中國研究主流所從來沒有設想到的，因為在既有中國研究之中，被研究的所謂中國人，不論是正面或負面意義的參與，都只是對象。現在，我們藉由我們研究的對象社群，共同參與我們對他們的研究，讓他們也能從這樣的方法中，體會他們的研究對象，在他們的研究議程上所做出的參與。

本研究主體計畫的方法採取文本分析與學者評價，一方面既根據研究對象的敘事內容，分析在對中國取向上有何關於中國人、中國文化、對華關係等方面的前提，有何參照依據，有何中國或對華關係的理想，對中國對各國有何意義，二方面又根據各國當代學者如何評價或理解研究對象的論述。前者這一方面採用文本分析，後者這一方面採用個別面訪對話與腦力激盪，也採取以網路資料及座談資料為對象的內容分析。

本計劃的主體研究計畫是中國學知識社群研究，採用深入訪談，透過對個別資深學者的選定，從事口述生涯史，圍繞下列二十一個問題展開：

（1）如何進入中國領域

（2）求學過程

（3）哪些大事影響過自己

（4）研究題目如何選定

（5）如何進入教職或研究職，及開課

（6）學會與研究會的歸屬，師承

（7）研究經費的來源

（8）教學內容的設計

（9）對學生的看法

（10）對韓國中國學界的看法

（11）對其他國家中國研究的接觸與看法

（12）受西方思想（Hegel, Marx, Weber, Parsons, etc.）與西方中國研究的影響

（13）是否常去中國？在中國有什麼經歷？

（14）與中國學術界或其他人有什麼接觸經驗、共事經驗？

（15）有沒有熟識的中國友人或親戚？如何結識的？

（16）對中國未來的看法，如何演變

（17）研究發表的過程

（18）研究過程與研究經驗（包括課題、材料、方法）

（19）經歷（閱讀、旁觀、參與）過的學術辯論

（20）最大的成就與遺憾

（21）對中國研究未來方向的看法
對受訪學者所屬學術機構則進行下列七項資料蒐尋：

（1）中國相關研究（旅行、寫作、圖書及其他）經費歷年項目與數量
（2）中國相關課程之開授歷年之課程名稱
（3）各課程修課人數紀錄
（4）中國有關之學位論文歷年數量與題目
（5）中國專長教師歷年之數量
（6）學校或學會舉辦之中國研究相關會議
（7）學校或學會出版之各種中國研究相關刊物

四．各知識社群相關背景

１．日本

日本知識界與政界對中國的認識不便輕易論斷。在觀念上，十九世紀的中國與日本，是共同屬於地理的｢東亞｣或文明的｢東洋｣這個群體，一起面對西方的入侵，日本迎接並超越西方帝國主義挑戰的契機，在於與中國共同奮鬥。然而中國自始一蹶不振，以至於日本菁英對於如何處理中國難以決斷，有要切斷關係者，有要在中國進行世界革命者，有要教化者，有要鼓動中國人民驅逐帝國主義者，也有要對中國進行改造者，佔領者，統治者。
日本迎戰西方的氣勢在二次大戰後衰微，直到八零年代開始逐步復甦，俟右翼勢力入主政壇，亟思恢復赴日本精神。但中國看似要在二十一世紀崛起，使得日本賴以重整旗鼓的基礎──東亞細亞／東洋，變成難以整合的群體，則日本至今尚未超越西方的歷史紀錄，就不可能還繼續以亞洲名來完成。那到底是要先挽救亞洲不惜依賴美國將中國規範在亞洲架中，如此本末倒置地把終極抗爭目標檔成了伙伴？還是默認日本已經不能主導亞洲也就不能洗刷敗戰恥辱？還是開創一種日本近代思想史上不曾出現過的東亞細亞，接受日本不能片面主導東洋超越西洋的歷史進程？甚至乾脆不再以西方為日本最終的對象。

（１）東洋的與亞洲的日本

子安宣邦批評日本思想界躲在東亞的概念後面，不敢直接面對西洋，顯示日本對自己沒有信心。
如果子安宣邦的批判這次是對的，他就是在間接暴露一種長久深藏於日本知識界的矛盾情感──日本對東亞的領導主張是建立在日本對東亞的心理依賴上？換言之，這種心態是一方面既要領導亞洲來抗拒西洋，另一方面又要仰賴與中國作伴來充實亞洲的內容，則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怎麼擺，是亞洲作為概念提出來時所不能逃避的課題。
其實在東亞成為有效且流行概念的歷史點上，清朝中國積弱不振，不可能對東亞有積極的貢獻，則必須借用東亞概念來面對西方的日本，如何可能因為中國的加盟而有信心呢？這樣的信心是否暗含了日本對中國早已存在某種根深蒂固的心理依賴？即令中國已經是個等待瓜分的無主體地區，與之同行依然可以成為日本信心的來源？黑格爾的東方專制論提供了日本思想界重要的啟示，也提供了充分的動機，促成強烈的慾望要証明，日本不是黑格爾的對象，這個東方的對象指的專門是中國。
正是因為中國是個幾乎要遭瓜分的國度，所以在概念上講中國與日本綁在一起時，日本可以經由對比看到自己的優越，進而通過解放中國這樣的使命感，認識日本自己的歷史位置？

戰前日本軍國主義者確實是藉由東亞這個概念，昭示了日本帝國的範圍，這個範圍不僅限於中國與朝鮮，也保括東南亞，甚至還在大東亞的主張裡遠及於印度。
印度與中國一樣，是從岡倉天心將之放進東洋這樣一個文明概念之內的組成因素，
到後來東亞概念出現指導帝國思想時，中國才變成為地理概念。這樣的轉變說明了東洋作為思想，不足以成為帝國的指導。這個道理子安宣邦也觸及，但不如Stefan Tanaka在解構近代日本中國學的始祖白鳥庫吉時講得清楚。
Tanaka細膩的耙梳所說明的是，白鳥一直是有意識地運用東洋這個概念，把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歷史交往，從原本某一種日本的文化負債關係，轉化成雙方平等的關係，也就是利用了東洋把儒家思想與孔子提升為整個東洋的文明，則不但日本藉由屬於東洋而能與入侵的西洋取得平等，同時因為中國與日本和朝鮮都屬於東洋，他們之間在思想傳統上就不再是由中國輸出，並由日本或朝鮮輸入，而是分別成為東洋儒家文化不同但平等的典型。這表示，東洋作為身分論述，將日本漢學界固有對中國的尊崇消解，讓日本與中國在文明起源上平起平坐，不過絕對不能擺脫中國，因為有了中國才號稱有東洋，也才能與西方分庭抗禮。但由於其前提儼然預設了中國原來的優越地位。所以，東洋不能用來當成後來帝國領導的信心基礎。

假如清朝中國不是積弱不振，或不是黑格爾對東方專制的尖銳嘲諷，日本思想界沒有必要非在當時處心積慮處理自己與中國的文化關係。這種必須處理中國的必要性，在福澤諭吉發表脫亞論之後更行必要，因為在福澤鮮明的旗幟下，中國呈現為日本的拖累，
任何日本漢學家若仍抱持與中國維持關係的立場，都有必要說明到底為什麼。而當日本經歷三國干涉還遼到簽署華盛頓公約裁軍協議的歷史經歷，認知到自己在西方世界非我族類的處境，而不得不下定決心重新回頭經略東亞的時候，中國是什麼意義的東洋文明，與日本有什麼瓜葛，更是不可逃避的問題。在東亞概念裡，歐化取代了儒家文明成為參照，優越的中國成為落後的中國，於是擺脫了東洋概念裡隱然優越的中國，開創了日本領導東亞的觀念格局。則其他看待中國的角度不論如何具有同情心，都必須是以改造中國為出發點。即令每個人看到的中國各具特色，內藤湖南看到的中國是受到各地鄉間團練所主導的基層中國，宮崎滔天看到的是充滿革命潛能的中國，吉野作造看到的是有民主希望的中國，北一輝看到的是反帝的中國民族主義，但他們共同的視角，是一個由外而內，由有知而無知的指導角色。他們觀點之間容或南轅北轍，對中國的行動取向相左，但與軍國主義者介入中國的姿態卻又有所呼應，他們都認為自己看到中國的出路，都有某種躍躍欲試的熱情。面對中國指指點點，是日本思想界認識自己的基本功夫。

（２）從中國理解日本

與白鳥庫吉同一年代的內藤湖南，是較早受到西方學界注意的日本中國研究開創者，他率先把中國放進一個屬於中國自己的歷史脈絡，根據貴族世家沒落的歷程，與眾不同地論證出宋朝為中國近世之起源，
因而有別於白鳥以科學理論為基礎的中國南北互動論，自成一派。圍繞內藤提出的近世論在中日史學界引起不同看法，但是大家除了對於各種階級如何定義與如何辨識的方法問題困擾不休之外，日本何時超越了中國的近世後來居上，隱然為加入此一共同話題各方意見整合之所在。
而對於日本超越之後如何回頭看待中國，更是戰前思想家所紛紛議論之主要關切。在這方面，溯及白鳥的東京學派與內藤開始的京都學派，似乎在外來民族促成中國振衰起蔽的觀察上，看法果然十分接近，對於軍國主義經略中國的問題，學派之間並無學理上的有效分歧。固然內藤喜愛中國的一切，視中國為一種民間社會，這不妨礙他認為中國是沒落的文明，於是成其支那論的核心，在文化中心移至日本後，理當領導改造中國，作為支那民族圈中的一員，在政治上形成中日一體。即使在脫亞入歐的風氣之中，內藤對中國的喜愛野絕不孤單。大正民主派作家吉野作造同樣喜愛中國，甚至對於反日的五四運動寄與當時日本各界罕見的同情，但在碰到中日關係時，也完全不能抗拒要為對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約定大張旗鼓。

對中國文化的警覺、厭惡乃至於排斥，則屬於脫亞入歐的顯著風氣。但在明治維新之前，這種警覺已經悄然浮現，即本居宣長對古音一連串的主張，孕育一種內部純潔環境的意識，進而將中華之言從古音中分離出去，藉由對古事記的詮釋，創造關於大和語的原始想像，厥為日本近代國語運動的始作俑者。
明治之後，羅馬拼音充斥報刊，作為邁向歐洲普遍性的實踐，漢字成為某種落伍的象徵。
福澤諭吉從而強調，歷史之中的日本必須有國家，則日本史不能放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洋史中來理解。
二十世紀以後對中國文化與思想進行全面否定最激烈的，莫過於津田左右吉。他繼承白鳥對普遍性理論的追求，
將中國界定為是某種特殊性的存在，他透過對道家思想的解構，把原本以為是影響日本的中國思想淵源，普遍化成為人類歷史發展的共通階段；透過對於孔子進行去神格化，將儒家思想放進特定的歷史時空中，於是可以由近代個人自由精神的視角加以批判。
津田的努力是要回歸日本，使曾經吸收中國文化的日本，回復到原來在中國之外就有的獨特精神，展示日本所具有的世界性，並證明日本從未與中國在文化屬於一體。正因為如此，他一反本居的態度，解構象徵日本特殊性的古事記與日本書紀，雖然意在建立天皇的世俗統治權威，但卻因為否定其神聖性而為右翼人士控訴。無論如何，從本居到津田的歷程，有著排除中國這樣一個方法上的共同預設。

不過，脫亞入歐作為外交戰略失敗了，以對抗西洋為職志的思想方案，便依附在各式各樣的亞細亞主義中現身，則中國的位置必須相應現身。
其中最具理想性的亞細亞革命理想，由參加了同盟會的宮崎滔天所提出。他認為中國革命是東方各國抗拒西方野蠻文明的唯一希望，他雖曾支持甲午戰爭，但後來又介入各種中國的改革與革命，無異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論。同樣同情中國革命的尾崎秀實，在批評日本把中國當成原料供應地的同時，既區隔了中國與日本，又將他們放在共同命運之中。相對的，宮崎幼年所習自的德富蘇峰，卻是在另一端，屬於某種日本中心的亞洲主義，他雖然早期曾是平民主義者，但後來演進為國粹主義，把中國當成是對抗西方的日本所必須征服的對象。
同樣對抗西洋的北一輝卻主張以武力幫助中國革命與統一，支持中國的民族主義，積極鼓吹日俄戰爭。他認為日本的軍事勝利，是後來中國革命成功的重要助力。他又批評日本對華的二十一條要求，雖然提出以日本為盟主的亞洲門羅主義，但對於中國主張採取提攜。
包括他們在內的許許多多這些亞細亞主義思想家與行動家，多把中國放在與西洋對立的亞細亞主義之下，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是既相對，又相融，既在日本之外，又納入日本的勢力範疇。

（３）沒有理解中國崛起的角度

在所謂的大正民主時期看到日本思想界百花齊放，但軍國主義對中國的經略同時伴隨著對日本本身政治言論的宰制，即至出現聲名狼藉的｢近代的超克｣以及思想界的轉向，
容許日本軍國主義取得觀念上通行無阻的理論，得以在中國為所欲為而絲毫不感慚愧。其實對思想界出現轉向的批判屬於後見之明，人們在戰後檢討戰前知識界的怯懦與對軍國主義的依附，這種檢討不無值得商榷之處。因為即使是鼓吹到中國進行階級革命、再回頭啟發日本的宮崎，或其他因為思想上忤逆軍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或斗膽反省日本神道或天皇制度而賈禍的如津田，都不能完全誑稱中立客觀。因為思想界整體都已經習慣於把中國既當成一個落後對象，就算津田這位否定東亞存在的中國專家，也繼續在儒家的話語下建構日本與中國的差異，故他仍因為鞏固了日本相對於中國的先進位置，猶如中國就是日本的責任所在，方便軍國主義者將中國歸類成他們眼中由日本領導的東亞，也方便他們忤逆津田的願望而抹去日中之間的界限，等於是授予日本軍國主義進出自如的通行證。
所以抱持反對軍國主義的革命者，也就是沒有轉向而受難的思想家們，多數在東亞的知識本體上與軍國主義者有著共謀的默契。這個默契在戰後繼續引導著知識界與政界看待中國，以及在二十一世紀看待中國崛起的角度。

則東亞這樣的知識基礎要處理的兩個問題之間，似乎從原本有矛盾化解為沒有矛盾。一個問題是日本面對西洋的身分問題，亦即不是日本單獨抗拒西洋，而是與東亞國家一道，東亞提供了行動基礎，也提供了行動的對象──朝鮮與中國，更因此建立日本的先進意識，提供了面對西洋的信心。另一個問題是中國作為日本漢學的中心，現在在文明源起上與日本平行而無先後高下，使得日本的近代化成為儒家日本化之後一種與中國分開的現象，在理論上就可以取得對中國指導的地位。如果沒有白鳥成功建構一套擺脫漢學界中國觀的東洋史觀在前，中國就在之後不能成為落後待解放的對象，則日本在東亞共榮圈中的領導地位便缺乏論述基礎，這將導致一種恐怖的身分困境，即在感知到西洋國家對日本的排斥之後，日本並沒有一個等在那裡供日本領導的帝國版圖──東亞──容納自己。

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沒有中國崛起的理論準備。則中國崛起從兩方面撞擊了日本的中國觀，一是原本落後中國追隨日本的東亞不能完成其使命，日本不再能以東洋文明現代化模式的身分，指導或解放中國，甚至在經濟上與中國之間的界線愈趨模糊。這樣的模糊與日本在大正期間提出二十一條時的理想境界已然不同，依照早期的構想，日中之間經濟界線的模糊是透過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與滿洲國之類的殖民統治，進而逐步將中國經濟資源納入帝國體制，日中界線的模糊意味著中國的消失。如今的中國崛起，卻吸收了日本的科技資本，日中界線模糊意味著日本的消失，造成日本面對世界時的一種身分困境。日本在世界的特殊身分是以作為東亞國家範形的姿態呈現的，但如果中國崛起，範形東亞國家這樣的身分就不是由日本所能壟斷，甚至可能被中國壟斷，不但日本在東亞的落後對象消失無影，日本所擺脫的漢學中國那種優越性又陰魂不散地回來了。

（４）還是東亞的日本

戰前的中國觀在日本戰敗後看似銷聲匿跡，但其實很快地以各種形式再現。戰前的中國觀是透過什麼機制影響戰後的中國觀呢？必須看到，戰後日本在佔領軍的主持之下，通過了非戰憲法與責任內閣制度。包括佔領軍統帥麥克阿瑟在內的各個盟軍領袖，在戰後集中心力做的首要任務，是防止法西斯政權的復辟，在德國如此，在日本亦復如此。而作為法西斯頭號國內敵人的共產黨，反而在這種氣氛中得到相對寬鬆的發展環境。有趣的是，戰後在日本思想界以反抗帝國主義對美國採取抵抗立場的，就是在戰前受到法西斯迫害最慘烈的左派思想家，他們因為美軍的入侵而獲得發展的契機，卻是最反對美國的勢力，反而戰前的右翼軍國主義勢力，現在竟以各種面貌出入政壇，並且成為最為親美的勢力。在這個節骨眼上，為了是否應該領取美國的基金會提供研究補助，日本知識界展開一場莫大的辯論，這個情形在同為美國圍堵前哨的韓國或台灣知識界，至今並未發生類似規模的反省。對美國的警覺心就在這樣的一股左翼的路線中保留下來，甚至在美國與日本簽署安保條約之際，同樣一股警惕美國帝國主義的思潮，擲地有聲地對日本政壇發動抗爭，號稱政變。曾經參加前述近代的超克座談會的中國學專家竹內好，也在這股潮流中參與批判美國。

竹內好的例子是極其反諷的。他對日本知識界的主要批判基礎，在於他讚賞中國思想界抗拒西潮的能力。他嘲諷日本是永遠的優等生文化，總是成為最好的學習者，反倒是看似落後的中國其實更能進行對西方思想制度的反省。他尤其從魯迅的文本中解讀出了某種無法捉摸但卻強韌無比的反抗氣質，認為這樣的氣質恰恰是抗拒盲目西化，進而發展出屬於中國自己視野的根據。
他的這個根本態度與｢近代的超克｣座談會的哲學立場並無二致，矛頭是對準西方，把中國當成是抗拒西方的東洋的範型。在近代的超克被當成是醜聞來理解的戰後世界中，竹內好看似獨樹一幟的文風與生涯，其實毫不保留地繼續把矛頭對準西方與象徵西方文明的現代化潮流，只是在戰後的西方，其對面是中國的東洋，而不是日本的東洋。竹內好在中國當代作家的文本中看到了希望，與宮崎在中國看到世界革命的原動力，雖然他們實際的論述內容頗不相同，但對於解讀中日關係與東、西洋關係而言，亦即中日之間的身分地位、文明角色與亞洲做為知識範疇的意義上，有類似之處。一言以蔽之，在中國推動與實踐迥然不同的文化模式，可以提示日本所屬的東亞如何面對西方的帝國主義，日本得以呈現自己的身分範疇是亞洲，因為與西方對立的，是亞洲。

就是這個同樣的知識基礎，在二十世紀結束前高漲的日本右翼勢力聲浪中，提供了軍國主義復辟的敘事依據。
軍國主義當然在實際上並未復辟，畢竟左翼的力量在日本思想界不容小歔，但是軍國主義式的言論逐漸流行，獲得更多的選票，且如同大正民主時期的百家爭鳴再次降臨日本思想界，則是不爭的事實，當然不同的是，二十一世紀之初的中國與二十世紀之初的中國，給日本知識界的觀感有天壤之別，前者是崛起的大國，後者是落後的散沙。同時，左翼勢力盤據思想界的一隅，免於戰前遭受軍國主義壓制的恐懼。無論中國給人的觀感如何，軍國主義的復辟言論與左翼的反帝言論中，隱約有著戰前各家曾經同享的一個前提，那就是總以東亞為單位在思考日本面對西洋的身分問題。左翼是反帝的，右翼則一直因為擔心左翼報復自己戰前遭到迫害，只好依附於反左的美國，但左、右兩翼之間存在的知識聯繫，就隱藏在對日本未完成的歷史使命的共同認識中，這個共同認識只涉及到使命尚未完成的這個自我理解，而不涉及實質的使命及其歷史目的，因此他們之間對於日美關係的激烈爭辯固然真實，但這不是本體論上日本如何存在的爭辯，爭辯起來很容易遮掩他們在知識出發點上的共謀，即都是以東洋與西洋的對立為前提，而正是這個前提上的默契，讓他們判斷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分際何在時，牽制他們對中國崛起的認識角度。

（５）中國的東亞性質

右翼人士似乎自始對於日本的戰敗不能接受，左翼超越了這一點，因為他們戰前就是遭到軍國主義殘害的對象，因此對日本的戰敗不像右翼那樣耿耿於懷。小森陽一近乎完美地從天皇的玉音中，解讀出了鼓舞右翼勢力至今得以不承認戰敗的各種隱藏訊號，也許他有些過度解讀，但卻有效說明當代右翼人士是如何體會天皇的玉音的。
右翼人士所謂不曾戰敗是直接面對盟軍說的，其中在當代最主要的成員顯然是美國，他們堅持天皇諭示的是終戰，不是敗戰，故參拜靖國神社並無不當，認為裡面供奉的所謂戰犯，是麥帥基於佔領軍優勢的不當審判結論，犯的充其量是對美國定義的侵略罪行，有的極端者判斷現在到了翻案的時機。如此延伸的涵義是，日本更不曾敗於中國，也不曾因為侵略中國而受罰，則日中之間的關係還大有討論餘地。這些對自己侵略罪行的拒絕反省，以及甚至接踵而來否認日中戰爭曾經發生，都是左翼思想家不曾附和過的行徑。然而，左翼的反帝路線與右翼的靖國神社路線，不都是把西洋當成日本最終必須面對的對象嗎？而中國問題，就是中國在日本以亞洲國家身分挑戰與抗拒西方時，到底承擔什麼任務。所以儘管左翼與右翼之間有著足臻生死存亡的鬥爭，卻因為終極的問題意識雷同，使中國的工具性身分以及中國作為日本必須採取措施加以處理的亞洲成員，成為他們之間在本體論上的默契。

不過，知識界對於中國崛起的思想準備頗為不足，當這個概念提出來的時候，自然帶來震撼。溝口雄三就反省認為，日本人對於自己什麼事都用中國作為參照系不夠自覺，還反而一直錯以為中國還是戰前那個落後的中國。他用了一個妙喻說明日本對中國的誤讀，那就好像錯把小雞當蝌蚪，以為中國一直維持兩隻腳，顯然沒有變成青蛙，所以就還是處在落後幼稚的狀態，因而看不到，中國已經從兩隻腳的小雞，長大成還是兩隻腳的大雞。
這裡的批判有些應和竹內好的反省方式，也就是認為日本過度依賴西方的標準看中國，才會看不到中國的變化。如此發展不出與西方相異視野的日本，侈談要成為某種東亞的範形有如緣木求魚。與竹內好同時代的丸山真男因為揭舉近代性的大旗，而被子安宣邦認為犯了同樣的複製西方歷史目的論的錯誤。
不過竹內好則沒有針對好友丸山發言，畢竟丸山對於日本政治也是極力批判的，他並沒有把日本看成是西方在東亞的優等生，而是把日本看成轉向近代不完全的劣等生（矛盾的是，竹內會歡迎日本淪為劣等生，因為這表示日本沒有複製帝國的發展模式）。
不過丸山也沒有竹內那種近代的超克的情結，更沒有東亞或東洋的區域對抗或文明對抗意識，所以丸山拿中國作為參照系的需要，比其他思想家小得多，但也就因而一樣不能為中國崛起的認識角度提供亞洲式的準備，只能還是把中國放在溝口所警告應該迴避的西方現代化量表上。

日本知識界看待中國的角度，不是直接可以由思想家本人對待二次大戰歷史的立場得出來，就算是激進右翼人士不承認日本在戰爭中對中國的侵略，並不能就此推斷此人對中國崛起的反應，因為最終的標準在於如何共同面對西方，而處理中國則是相對短期的階段性戰略問題。假如要規範中國的崛起，以便使中國繼續停留在亞洲對西洋這樣分庭抗禮的認識論框架中，則日本對美國的依賴便不可或缺。右翼人士在歷史問題上所隱藏的反美動機，於是被在戰術上要圍堵中國的需要所牽制，形成了自我異化的壓力。言論上反華頗力的石原慎太郎，其實正是對美國發表《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的暢銷作者，
一方面想整合亞洲來抗拒美國，另一方面又甘願在美國的戰略佈局上執行圍堵中國。相對於此，對於二戰歷史抱持相對批判態度的左翼，卻始終一致地在維繫對帝國的警覺與批判。可見，戰前思想界對中國的知識默契延續了下來，也就是日本必須建立與中國的特定關係來抵抗西方，而這個特定關係理當是一種由日本主動的關係，過去是把中國敘說成東洋的一支與亞洲的一個區域，接受日本領導抗拒西方，現在則是政治上對中國圍堵與經濟上同中國進行區域整合。其結果，今天作為一個區域的亞洲，在面對西洋時出現性質上的異化。這個異化當然是右翼與美國同盟所造成，因而本末倒置，讓亞洲終極要排除的對象決定亞洲的任務，使得亞洲作為與西方抗拒的基礎遭到顛覆，則日本的歸屬成為懸案。

（６）日本中國學的問題意識

本計劃目的是蒐集日本中國學的問題意識，在既有的蔣經國基金會計畫案中，採取對資深中國學者口述生涯史的研究方法，直接處理中國與中國學者之間的關係。相對於此，本計劃的重點則在於問題意識的內容，對處在不同社會位置與歷史時間的學者所呈現的中國，進行整理。由於目的是蒐集問題意識的可能內容，因此研究對象的選擇不根據任何抽象原則，亦即不根據任何所謂的重要性或代表性程度，而根據中英文相關資料是否充實來決定。

中文資料充實的表示研究對象與中國知識界互動頻繁，則比較容易說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相互構成關係。中文資料分成三種， 一種是翻譯成中文的日文著作，一種是與中國學者的對談或相互評論，一種是中文文獻（包括網路文獻）中對研究對象的回應。在這個唯一的標準之下，目前所蒐集到可以研究的對象至少有如下十位：德富蘇峰、中嶋嶺雄、石原慎太郎、大前研一、小室哲哉（搖滾樂家）、入江昭、溝口雄三、竹內好、直田正美（漫畫家）、蔡培火（日據台籍）等人。

他們在不同的領域與時間點上與心目中的中國接觸。其中重要的研究點是，他們對中國的問題意是如何發生與如何轉變。轉變成為關鍵的課題是因為，近代日本思想界對於中國的取向受到對日本的自我認識所牽制，日本的自我認識在亞洲國家與脫亞入歐之間擺盪，造成近代日本思想界在對中國的取向上，經常出現個人層次的轉向，比如德富蘇峰是近代思想史上著名的斷裂者，在大正年間轉而為國粹主義。中嶋嶺雄與石原慎太郎是著名的右翼思想家，前者是社會科學家，後者是文學家，都困擾於日本如何擺脫落後中國的問題意識。

大前研一從全球化角度把中國論述成即將自我調適成一個加入競爭的國度，小室哲哉卻試圖以西方的音樂改造中國歌迷的喜好，前者把中國說進世界，後者把世界說進中國。入江昭是領導哈佛大學東亞史的學院派，身在帝國中心，竟戮力敦促日本妥善利用與中國的文化關係，成為真正的全球國家。溝口雄三倡導以中國為方法，擺脫日本的自我中心傾向，重新認識中國，重建中國思想史的內發性變遷與一慣性傳承。竹內好則倡導以亞洲為方法來學習中國如何抵抗西方，從而醞釀出亞洲式掙扎，作為日本回歸亞洲的模範。

直田正美等當代漫畫家崛起於戰後，將經過後現代整合的歷史中國形象傳輸給年輕一代。最後是面對日本殖民政府力主拼音文字與議會民主路線的蔡培火，他在大正民主風潮的引領之下，力謀台灣成為中日的橋樑，共釀東亞成為一塊樂土。

２．韓國

（１）韓國中國學背景

在韓國，以區域研究的型態正式開始研究中國是在70年代中期。韓戰以後，中國對韓國來說是敵對國家，故當時研究中國是禁忌。處在美國影響下的韓國對中國感到興趣的濫觴，是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與之後造成南北韓關係的緩和。對於韓國的中國研究影響頗大的漢陽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即中蘇研究所之前身）誕生在這個時期。開始時的中國研究尚難稱為區域研究，而是針對共產陣營，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研究的一環，如此持續到80年代末期而形成的中國研究，可說是在西方對中國研究的理論框架下進行的政策研究。俟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趨於穩定，首爾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且韓國推動學術自由化，從90年代開始，韓國的中國研究面臨了新的轉機。除了從國內也開始培養研究人力，更有留學英美的中國區域研究博士返鄉，中國研究遂逐步活躍，做為區域研究的中國研究於焉確立。同時，中國大陸驚人的經濟成長和兩國多方面的交流擴大與深化，引起韓國社會對中國的關注日增，中國研究在量的方面隨之展現出高度成長。

在1990年代中期，隨著全球化潮流，區域研究與相關學術團體湧現，同時在教育方面新興的與中國相關的科系和專門區域研究所設立了，所以這時期韓國的中國研究，已經形成學術養成與傳承的制度基礎了。90年代中期區域研究有關科系出現，其特徵可摘要如下。 

第一、通過對海外中國研究的介紹，對比韓國之中國研究居於什麼位置和提出什麼問題。在瞭解到韓國之中國研究是從模仿西方開始後，透過對其他國家的中國研究進行批判性檢討，試圖促成韓國的中國研究更加客觀化。

第二、中國研究之現況可以根據研究的時期和主題分類整理。90年代中期以後在量方面有膨脹的趨勢，同時提供研究者、研究組織及其活動之詳細通訊。

第三、通過對方法論的反省，提示中國研究的方向。初期方法論的研究是為了克服以人文學為主的傳統方法，提出以科學方法論做其替代，相反地也有人認為韓國對西方的方法缺乏批判性，轉而強調韓國自己的看法或採取比較的看法。後期方法論的探討則反省，為什麼需要研究中國，並對現存的主要的方法論，以批判的態度提出檢討。為了能夠持續性的進行反省，有人認為要從採取跨學科研究和當地調查方法的研究議程中，針對理論的測試、理論的建立與論述結構中的未備之處提出反省。

第四、出現檢討研究性質的嘗試。比如，通過在學術期刊登載的論文主題性質分類，或對具體的研究內容的檢討，分析研究的趨勢和變化，同時試圖顯示研究結果在性質方面轉變的程度。在此，主要分析對象為在《中蘇研究》、《政治學會報》和《國際政治論總》登刊的中國有關的論文。

第五、對研究與教育的互動關係進行連結，討論中國研究之長期發展需要什麼樣的教育環境。

90年代之研究議程相當詳細，雖然研究的傾向或特徵到最近沒有很大的變化，但研究人數和研究環境有變化。研究的核心是研究者，現在中國研究者人數的增加是顯而易見的。關於要把誰看成研究者的問題，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標準，本文包括了以中國為博士學位論文對象的人，或取得博士學位以後發表中國有關論文的研究者。研究者又分人文和社會科學，因為現在沒有包含所有中國區域研究之學會。在人文學方面，以語文學、史學和哲學為中心的「韓國中國學會」具有最悠久的傳統和最多會員。依據1996年的情況，有988名會員，並發行達36集的學術刊物，2006年1月會員達約1300名，並分文學、歷史和哲學部門。2005年12月，學術刊物《中國學報》出版第52集，創刊《國際中國學研究》的中國學術刊物，已發行第8集。社會科學研究人數通過1994年創立的「現代中國學會」可以確認，「現代中國學會」之原本意義是以社會科學者所組成。96年末有80名的會員，2005年全體會員人數為236名。由於沒有進行會員資料管理，所以無法區別會員的研究領域或學位取得的國家，但看起來並未包含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這是重視區域研究的間接證據。

以中國政治研究者為例，依據「韓國國際政治學會」的學會消息，到99年末研究人數總共有89名。2005年的中國政治研究人數，依據「韓國國際政治學會」的通訊錄和「中國政治研究會」的研究者合計，及「現代中國學會」的通訊錄等，大約推算為124名。從2000年到2005年的6年間增加35名了。「中國政治研究會」是中國政治研究者的團體，從2001年組成，現在研究者為51名。那是從90年代初到2005年拿學位的三、四十歲的研究者所組成的。51名的研究者的博士學位中，取得國家為英美國家的有11名、韓國國內的有11名、台灣的有2名和中國的有20名，在國內拿學位的研究者顯然地減少，在中國拿學位的研究佔多數。研究者的數量增加是中國研究增強的反映。一般而言，對研究者的學位取得國家很注意，這是因為認為隨著學位取得國家的相異性，研究主題或方法或對中國的認識有所差異。不過一直到最近以來，這一些區別看起來沒有很大的意義，反而研究領域是否屬於國內政治是更為重要的區分，主要由於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研究者所使用的資料和研究方式，會有宏觀與微觀的差異。

中國研究要能開展，研究的制度環境很重要，舉凡研究機關、研究團體和研究經費都是必備。尤其區域研究有賴從當地蒐集資料，而田野調查需要經費和調查費。從1997年起，「韓國學術促進財團」管理的海外區域研究事業在1999年中止以後，中國研究者獲得研究經費的管道不再。2002年則是研究者充滿機會的一年，大規模的研究經費被撥出，區域研究課題獲得補助的機會大增。中國區域研究可以申請「基礎學問養成支援—人文社會領域」的國內外地域，從2002年到2005年有關中國區域課題多數獲選。在2004年撥出總共680億韓幣，選擇305項的課題，在2005年撥出670億韓幣。人文社會領域的134項中9項是中國區域有關的題目。之前獲得「韓國學術促進財團」經費的中國研究結果大部分出版成書籍，而與中國相關書籍的主題更多樣化了。此外對於個別機關或團體的研究計畫支持也有所增加。透過問卷調查受訪者獲得經費的支持團體是統一部、外交部、外交安全研究院、世宗研究所、高句麗財團、西南財團和盛股財團等。

雖然中國研究之必要性和研究人力增加，研究機關的現況並不是很樂觀。儘管公共機關本來不只專門研究中國，但是在提供資源的方面，對中國研究有相當的貢獻。且三位受訪者提到世宗研究所、外交安全研究所和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但大部分的受訪者回答，韓國公共機關幾乎沒有貢獻。這是因為隨著田野研究增加，研究者常到中國大陸進行調查，且中國學術情報院等透過網路獲得資訊越容易，故從韓國的公共研究機關獲得資料的優勢日益微弱。可是，公共機關本身追不上中國研究的趨勢應該才是更主要的原因，並且各機關的中國研究人數不夠或努力不足，不像一般研究者和大眾用自己的情報或研究成果改善中國研究環境。此外還有大學附設的小規模研究機關，此中影響最大的漢陽大學之「中蘇研究所」，在1997年變成「亞太地域研究中心」，其研究領域有所分散。韓國外語大學則在「外國學綜合中心」之下推動中國研究。剩下不多的「中國問題研究所」、「中國中心」等名字的大學附設研究所是以大學內活動為主，除了發行學術刊物外沒有扮演研究機關的實質角色。

與研究機關相比，學術團體有較活潑的面貌。90年代中期，從語文學領域誕生11個學會，從社會科學領域則有「忠清中國學會」。現在人文學領域的中國有關的學會有22個，社會科學領域有2個。此外中國電影研究、中國現代史研究和中國政治研究等，多種的研究會通過小規模的聚合主辦多類型的活動。在政治研究方面，「韓國政治學會」和「韓國國際政治學會」的中國有關學術會議或次領域委員會活動日漸活絡。

與研究人力、研究環境一起構成研究現況的就是研究成果。這可分成書籍、學術刊物和博士論文學位。觀察從1991年到2005年的中國研究資料現況如表一。書籍方面，從1991年到1995年發行1362卷，從1996年到2000年發行1861卷，從2001年到2005年發行2500卷，持續膨脹其發行量，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書籍各佔百分之五十。其中人文學方面，歷史佔最多比重，至於社會科學，經濟、商業領域佔最多，其次為政治領域。博士學位論文方面，從1991年到1995年有281篇，從1996年到2000年有383篇，從2001年到2005年有493篇，持續增加。語文學領域的學位者最多，社會科學領域從96年開始，經濟、商業領域超過政治領域。跟書籍比起，人文學的比例比社會科學大。刊物方面，從1991年到1995年有4353件，從1996年到2000年有7275件，從2001年到2005年有10776件，是以大約1.3～1.5倍的趨勢年增。在社會科學領域，到2000年政治類相對比較多，從2001年開始，經濟、商業類比政治類多兩倍左右。人文學的書籍中，歷史類最多，學術刊物方面，語文學比例比較高。在科學領域，書籍和學術刊物都是經濟類的研究結果最多。

學術刊物中，各學科都各有學刊登載研究論文，並有新亞細亞、東亞研究和亞細亞研究等與亞洲有關的學術刊物，使用中國為名的學術刊物達到50個。有像《中國學研究》，是人文和社會科學都登載的刊物，也有像《中國學報》，則只登載文、思、哲等人文類的學術刊物，也有主要登社會科學論文如《中蘇研究》、《現代中國》等學術刊物。語文學和現代文學等單一領域的中國專門學術刊物也存在。

目前也存在問題和爭議。第一、是所謂的中國研究的孤立問題，包括海外研究的成果沒有能力吸收，同時又與國內既有研究不能有所累積，以致於問題意識和研究工作被孤立化了。同時跨學科研究尚未落實，而區域研究的科際整合不充分，並且和政治學難以銜接，很難產生明顯的理論性傾向，對中國學或學科的發展沒有具體貢獻，很容易變成自言自語。第二、是孤立問題引起的結果，使提高區域研究的系統理解與多元方法論難以形成，因此中國研究的理論化程度很低。第三、制度的條件不充分，以致於某些禁忌不能得到認真討論，更難自由豐富的進行批判。此外，在專門性的中國研究刊物方面，沒有人願意針對人力和財政的限制或研究方向不明確的問題提出檢討，研究對象只限於中國，且只重視改革開放以後的現代中國，因此沒辦法說明變遷和持續的關係。

這一些被提到的問題在前述中國研究的現況時觸及過，固然已經一定程度出現進步，但還是被認為有著根深的疾病。各方認為現在中國研究最嚴重的問題包括，研究者團隊組成的問題，研究者之間的聯繫問題，研究者的專門性或嚴格性不足的問題，研究主題重複情形嚴重的問題，以及沒有對於特定主題，有系統有深度的研究習慣。本文反覆強調這些被中國研究專家提出的問題還不夠，進一步衍生出最為重要的兩個問題，可以通過中國研究者的訪談，深入討論。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研究的身份（性質）的問題，另外是研究的累積問題。因為中國研究所謂的孤立問題從何處來，對於中國研究的理論化程度不足與研究習慣不變之困擾，最後會歸結於這兩個問題。

受到社會科學方法衝擊的非西方知識社群，往往移植了西方知識界長期存在的困惑，即區域研究往往意味的是與既有學科之間的矛盾。用什麼樣的方式和觀點從事區域研究，受到知識論與方法論的影響，區域研究者常相信，全面理解某個區域需要通達該地的語言、歷史、文化、政治、經濟和社會。但區域研究的學科身份性不夠，對於區域研究不能提出方法論的定義，加上實踐時區域研究這樣的學科名稱很難反映研究者的理論關切。區域研究的這種性質在中國政治研究領域也一樣。中年研究者似乎比較會把政治學者和區域研究者混合起來看自己的身份，而年輕研究者好像比較會把自己看成政治學家。從英美國家得到學位的人，沒有人回答自己區域研究者，從韓國國內得到學位的人當中，沒有人回答自己是政治學家，擁有中國學位者被分成兩邊。

一般說來，受過什麼樣的學科訓練自然影響其研究者的身份。另外，現在研究者所屬的地方似乎也有關。所謂的學科訓練是有無受過政治學的訓練，邏輯上，相較於英美國家和韓國國內，在中國大陸留學者受過的學科教育比較不夠。而已經在職的，是屬於政治學有關科系或區域研究有關科系的，應該影響到身份意識。可是這些邏輯在訪談中並未呈現。像從英美國家或韓國國內取得學位者，反而更可能還選擇混合身份，倒是中國出身的學者沒有混合認同。

有人認為區域研究比不上學科，而在政治學裡中國政治的位置也確實不高。有人認為，通過和政治學的交流，中國研究可以對理論有貢獻，進而回頭帶給中國政治研究活力。越年輕研究者越主張這種見解，他們為了克服中國學的身份模糊，主張通過社會科學的、政治學的概念和訓練，提升中國研究的專門性。即把中國政治視為比較政治的領域，而不是獨立的領域，如此可以更注意在世界政治潮流下，韓國中國研究的位置。在中年研究者中，有些受訪者認為，韓國不同於美國，上述這些苦惱並不構成問題，因為在研究過程中，反而應該要處理的問題是，為什麼選擇美國的政治學方法論？或如何在實踐中接近問題？在重視單一學科趨勢很強的韓國，對於中國研究歸屬政治學或被認為是低層次的傾向，已經有人表示質疑。同時，主張讓單一學科的政治學和區域研究的中國研究調和的也有。這些多樣的回答表示研究者之間並無共識。

從事中國研究到底意味著什麼？常有人認為中國研究的致命缺點就是前述孤立的問題，即中國是否要強調吸收政治學並積極結合？政治學的學科身份比較強時，是否反而在跨學科研究上，真正會給中國政治研究一個明確的位置？在學位訓練過程中若有不足，是否要在研究活動中更重視的學科領域？或中國政治研究也有可能擺脫政治學，形成單獨的方法論體系，甚至另立門戶訓練下一代？

年輕的政治學家對中國政治研究的認識有異化的對象，他們把中國研究瞭解成從方法學到比較政治的一環，認為美國、歐洲和拉丁美洲之政治學研究在理論上、方法論上產生卓越的學者，甚至居於領導的位置，但中國研究在此相較則有所遺憾。長期來看，中國政治研究在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上都會佔很大比重，所以他們強調中國研究對政治學可以居於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嘆息中國研究者追不上這些現實的變化。他們相信中國政治研究對社會科學的、有體系的研究可佔有主導性角色，成為政治學總體發展的重要基礎，故建議不要限於中國的特殊的問題，而要向其他領域的研究者互補有無，所以也並非政治學者的意見就決定中國政治研究的方向。無論如何，中國研究的身份在何處，在此繼續有爭論的餘地。

（２）進入韓國社群的方法

申請在今（民95）年起連續五年於總計畫項下展開的本案，其主要內容是撰寫未來的計畫案。必須承認，台灣社會科學界對於韓國學界是陌生的，主要是在國際會議場合有所接觸，但主要集中在政策與事務分析。在正式進行上述研究計畫之前有兩個步驟。首先，正式計畫之前必須有先驅計畫，以較小規模從事口述生涯史，以兩年時間為準，聯繫對象社群合作學者與單位，列出受訪名單，進行訪談，整理訪談，翻譯等。其次，在先驅計畫之前，應有兩年期的企劃案，第一年以個別學者對象，第二年透過別學者與的韓國的中國學社群建立聯繫。透過執行企劃案，掌握在新印進行類似研究的方法，諮詢潛在合作單位，招募當地合作學者。具體工作內容如下：

１）建立研究團隊，我校政治學系教授黃長玲及政治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第三所所長袁易，均與韓國學者有交往經驗，另且已經於今春分赴首爾與北京洽組跨國團隊。韓國學術界對是項研究議程極為支持，故團隊成員仍將繼續擴充。其中訪員部份，將依照韓國學術界既有的生態，從為數眾多已經取得博士學位，但尚未正式就職之新銳學者中選聘。

２）閱讀相關文獻介紹。

３）選定接觸對象機構與人員。

４）介紹研究架構與方法。

５）邀請學者加入團隊。

６）相互訪問，模擬並建立研究策略。

７）撰寫先驅計畫。這一項是主要的預期成果。

８）相各單位提出經費申請。

９）在主要期刊撰寫研究札記說明研究構想與進度。
３．越南

（1）越南中國研究社群的崛起背景

長期以來，越南對中國的研究不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然而越南中國研究具有知識上的重大意義。首先，越南是從中國的邊緣看中國。近來中、日、韓、台等地學術界大力整理所謂亞洲觀點，鼓吹邊緣意識（白永瑞語），或小國主義（陳光興語），並從中心從事自我否定（孫歌語）。越南的中國觀研究整理符合上述知識潮流。其次，越南學者留學前蘇聯與中國頗多，形成一種中國看中國的複雜知識角度，同時涉及越南與中國知識界的身分策略。再其次，越南是社會主義國家，與日韓知識界反省的角度截然不同，另成一支。最後，越南一方面與亞洲其他國家同性質為後殖民地，另一方面則為法屬而又有所區隔。
在一九九三年中國研究中心成立之前，中國研究領域沒有一個統一的機構專門研究中國，而幾乎各種中國研究資料,報告都來自於其他研究機構的或者大學某某系的或來自正在在職或已經退休的某人而不是完整的統一的正式的研究機構。那時中國文化研究主要來自於人文社會科學院下屬的漢喃研究院，文學院，歷史學院，哲學院，世界經濟學院等等以及一部分來自於各種大學的不同系如︰ 人文社會科學大學，師範大學, 外語大學，經濟大學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專業研究機構也有一部份研究中國總之，在沒有成立中國研究中心之前, 中國研究領域沒有一個正式集中統一的專門研究機構，而大部分都是零星，個體的中國研究。
由於上面的種種原因，1993年之後中國研究中心有必要成立，讓中國學這個領域有規模，效果地活動，這個中心的成立將集中中國研究力量研究中國各方面的情況，但是研究中國並不是從成立這個研究中心開始而需要整各過程，因此，這個年輕的中心還要與其他機構配合起來著手研究。國家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下屬的中國學研究機構應該與河內國家大學的中國學研究機構配合幫助研究中國學。
自從中越關係平常化以來以及中國不斷崛起，在經濟方面取得驚人的成就，在政治方面逐漸顯示自己的重要位置，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將進一步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 研究中國就顯得十分重要。越南的政治經濟體制跟中國的政治體制相同，兩個國家有很多相同點而且關係又很密切，兩國人民有了解對方各方面的需求。因此，了解中國的各種情況對越南有極大的利益。在1993年政府決定成立中國研究中心。該中心的活動範圍如下:

	            人文社會科學院



	                         國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北美研究中心
	日本研究中心
	中國研究中心
	東歐研究中心
	女性家庭研究中心


從上面的表中可以看出中國研究中心屬於國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以該中心的活動，任務以及職能都跟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緊密相關，同時受到它的影響。
1993 年9月13日中國研究中心成立 ，這個中心由政府決定成立，該中心的主要職能是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等問題。研究的目的是為黨政府制定政策，提高中國學知識，同時為從事教學者，讀者和其他關心中國各領域的人提供信息增強越中學者及人民之友誼。
計劃中國研究長期中期短期項目，與其他國內外中國研究機構配合研究交換資料，為越南人民提供中國各方面信息，培養越南中國學者，有效地使用各越南中國研究學者，為中國研究工作建立現代化中國研究基礎設施與信息。

在科研方面中國研究中心有下列各科研室︰中國歷史研究室著重研究中國古代近代現代歷史，傳統歷史的研究讓讀者有歷史背景的認識，現代歷史的研究讓讀者了解中國為何要走這樣的路，走這樣的路跟古代歷史有什麼關係，在這樣古代近代現代歷史的背景之下允許研究者對中越關係有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基礎。中國文化研究室原在1993 年到2001年中國文化研究室屬於中國歷史文化研究室，但由於發展的需求因此在2001年中國文化研究室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室，其任務是研究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精神文明以及現代戲曲，宋代詩詞，中國禮俗。中國政治思想研究室主要研究中國政治系統的改革其中包括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黨領導改革方式，向社會主義法權國家建設方向改革完善國家，司法體制改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建設問題，從此，越南可以為自己汲取經驗向中國學習。

另有中國社會經濟研究室，中國對外關係研究室，中國越中關係研究室，台灣研究室，中國研究期刊社。
	中國研究中心




	中國歷史研究室

	中國文化研究室
	中國政治思想研究室
	中國社會經濟研究室
	中國對外關係研究室
	越中關係研究室
	台灣研究室
	中國研究期刊社
	行政組織室
	圖書信息室


４．新加坡、印度與澳洲

這三個知識社群將在第二年底開始建立研究團隊，執行時間要在日本，韓國與越南的口述歷史訪談各自告一段落之後才啟動。印度的知識社群應否歸類於歐美之外，是個受爭議的話題。日本知識界在明治維新前後就主張從日本到印度的亞洲範圍。民初思想家梁漱民也將印度與中國並列於西方之外，近年李登輝則曾主張台日印聯合的戰略圈。而印度則因為經歷英國殖民統治，冷戰期間與美俄左右周旋，力圖對中國進行圍堵，因此似乎不能逕以歐美以外視之。八零年代之後，文學界的後殖民主義批判主要來自歐美學界的印度裔學者，揭露了印度居於歐亞之間的地理與文化困境。這個困惑的重大意義，在於反映了某一種不能言說的深藏意識，使印度裔的歐美學者自覺歐美的知識語言，不能窮盡自己的感受，甚至產生扭曲。與此相較，日本或韓國的知識界似乎也有一種進入歐美語境的困惑：日本知識界急於建立某種亞洲主義身分，內涵則擺盪在儒家文明與現代化之間；而韓國知識界對亞洲則抱持警覺，因為今天的亞洲在歷史上凌駕於朝鮮。

印度作為世界古文明的一支與深受英國殖民洗禮的政治經歷，與中國的關係始終維持緊張，但又因為與中國同為帝國主義的對象，所以又有結盟可能，使印度知識界面對中國的角度，設問的方式，研究的取向，應該與歐美學術界或日韓學術界區隔看待。因此，印度中國學的發展雖然在世界上能見度不高，卻對於中國這個概念的建構有重大啟示，如何進入印度中國學的問題意識，是反省東亞各社群對中國認識的重要參照系。然而，由於語言、文化、視野甚或宗教的差異，台灣學者進入印度知識社群的困難度比較高，這是為什麼新加坡的中國學社群可以扮演中介角色。

新加坡的中介角色與印度的中介角色有雷同之處，亦即是介於某種西方的與非西方之間的身分。新加坡處在歐美現代化價值、印度文明、馬來文明與儒家文明的交匯，身分構成的緣起比韓日複雜許多。新加坡以其馬來與華人社會的構成，在中國研究議程中的問題意識、對話對象、政治含意能否與印度或日韓形成有意義的比較、關係到中國研究這門學科本身的意義。新加坡所處的知識社會位置與台灣也頗類似，後者處在歐美現代化，儒家文明與日本殖民經歷之間，他們在中國研究議程中呈現不同（或相同）的多元組合，顯然對歐美中國學以普遍主義與科學主義為起點的知識論，足以產生重大啟發。新加坡居於南亞與東亞之間，不論在地理與文化上都有意識地扮演橋樑。在歐美的研究議程之外探索中國，新加坡與印度的中國研究社群是不可或缺的反省來源。
澳洲與日本俱為亞洲研究社群，具有與英美及歐洲迥異之歷史與地理背景。建立相異於英美既有知識論之中國學研究，正在澳洲與日本成為研究社群中關切的議題。日本之中國學界尤其對於自身中國知識的歷史頗為敏感。澳洲中國學界國際化的程度則遠高於日本學界，但澳洲學者在中國學知識史上的辯論，卻未必與英美學界之辯論相互銜接。澳洲與日本則同為亞洲國家，對東南亞以及對中國之國家政策，不同於英美與歐洲其他社群。在這樣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的兩大社群中回溯中國知識史，必然同時對於這兩大社群，對其他研究社群，以及對中國學的知識性質，皆有極為重大的哲學啟示。

５．研究、教學與發表三合一的嶄新嘗試

──台灣大學與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知識家族
（１）研究團隊

本計畫既為研究、教學與發表三合一計畫的核心，「以研究帶動教學，以教學支援研究」，是本計畫的創新構想，在國內人文社會科學界應屬首創。計畫執行主要以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政治學研究所與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為起點。本計畫已籌劃半年，並已經由總主持人以日本之先驅計畫試行一年，網羅台灣大學與中山大學共計十五名博、碩士生加入論文大綱寫作。民九十五學年度起，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為配合計畫執行，通過該校深化人文社會科學教學案與深化人文藝術教學案，共計五十六萬元補助，建立【思想與中國】學程，並蒙獲成功大學政治經濟所四位教授共同參與研究指導。

（２）學術現狀

我國政治學所同仁研究與教計畫各有方向，迄無相互合作機制。同時，入所同學對政治學基礎研究興趣與理論深度普遍不足，論文寫作能力參差不齊，方向較難掌握，多數不適合獨立作業。如此單打獨鬥的教學研究環境，一般師生顯得缺乏自信，開創能力有限，同仁之間與師生之間的知識聯繫不足，程序與技術問題佔據議程。在面對外界挑戰或爭取資源時，常需訴諸社會關係。

（３）發展目標

追求長遠地、根本地來因應向上提升之內外期盼，應從共同營造學術社群或知識家族入手，結合研究與教學，提出屬於各所師生自己共同的議程與自我檢驗標準，力求在同仁從事研究與同學撰寫論文時，不走歧路遠路，不落單，不重複，有知識家族為後盾，有前人為基礎。這便不能求快，而要步步為營，穩紮穩打。

（４）配合資源

除本計畫經費外，中山大學政治學所在歷任所長領導下，經營學分班與在職專班有成，財政健全，可以提供面向未來發展之基礎基金。所同仁研究教學專長可以大別為三塊：思想（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歐美思想家與思潮）；比較政治（政治文化、選舉、中國研究、比較政治理論）；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其中國際政治偏向理論與思想（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因此，知識家族的共同議程以圍繞比較政治與思想為宜。

（５）外在環境

當前國內政治學研究中，中國研究與兩岸關係是國內主要資源與關切所在。目前的研究趨勢中主要兩個大方向分別是新制度主義（包含民主化、改革、國家社會學）的運用與政策相關分析，與國際學術界之接軌也以這兩個大方向為主。這兩個大方向的探索有賴一定的理論準備、國際人脈與研究經費，已有飽和趨勢，且非所內專長。另外一個外在研究趨勢是探索東亞作為政治區域的涵義及其可能性，這個議程在國內的文史哲領域較為流行，社會科學界尚未展開，也在大陸、日、韓等國日漸受到重視。其中，中國作為亞洲國家的意義備受關注，但是哲學思辯居多，實證研究闕如。政治學、實證性與中國這三點的結合，適合成為所內以比較政治與思想為出發的研究議程。適逢中國學知識社群研究案之推動，以該案亞洲社群之重點為起點，進一步開發周邊相關課題，而行程此一學程構想如下。

（６）知識家族

１）家族名稱

原定學程題目為【知識中國──作為思想敘事的比較政治理論 】(Epistemic China--Narrating Comparative Politics as Theory)。後經過反覆協商簡化，學程名稱定為【思想與中國】（Chian as Political Theory）。

２）家族宗旨

歸納分析各知識社群、思想家、政治理論、時代、階層、語言、民族國家與地域等等參考點對亞洲、東亞與中國這三個身分的敘事文本、邏輯、理論及其政治社會背景。

３）議題例舉

以提供所未來二十年博、碩士論文五百項以上的可能議題為目標：馬克思主義（古典、新、後）者論中國或東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含全球化理論）中的中國或東亞；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中國風險論述或崛起論述；國際關係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現實主義的中國威脅論；日本與韓國的中國學社群範圍比較；資本主義或資本家的中國市場觀；歐洲思想家（如韋伯、重農學派、傳教士、科學家、小說家）的中國認識；思潮（保守主義、女性主義、自由主義、科學主義）的中國或亞洲觀；各國（含澳洲、印度、以色列、加拿大、荷蘭、義大利、波蘭、蘇俄等不同性質之社群）、比較政治理論期刊中的中國學；比較政治理論家（如白魯恂、Almond、費正清等等）的中國觀，以及由其他各個實證社會位置所發展出的、具有比較思想性質的中國敘事。具體議題如：

──白魯恂的政治文化研究與中國

──白魯恂對政治文化研究與亞洲

──公民文化研究對中國的可適用性

──國家社會學對中國的比較

──新制度主義理論下的中國

──比較革命理論理下的中國

──比較社會主義理論理下的中國

──卡特中心對中國選舉研究的評價

──美國比較政治期刊上的中國，如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誰在做英語的中國政治的比較研究 （學者分布，議題分布，學校分布）

──Monthly Review上的中國形象如何演化

──福特基金會與中國研究

──東方專制主義

──中國學者對東方專制主義的回應

──東方專制主義對日本中國學的影響

──黑格爾的中國觀及其影響

──世界體系研究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歸類

──世界體系理論與中國對外關係

──Bullite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與中國研究

──傳教士描述的中國

──韋伯的中國觀

──韋伯對中國研究的影響

──重農學派與中國

──中國學者對韋伯的回應

──西方學者對韋伯中國觀的回應

──China Information與荷蘭的中國研究

──China Quarterly的分析

──China Journal的分析

－－Modern China的分析

──亞洲研究期刊上的中國（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ontemporary asia...）

──關於馬可勃羅的研究

──羅素與中國
──後殖民主義的中國研究文獻

──社會建構主義的中國研究文獻

──九零年代後中文文獻中的自由主義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戰中的中國是什麼

──汪暉的中國觀

──中文自由主義文獻對中國未來的設想

──霸權理論與中國

──英語文獻中的中國威脅論

──賽局理論下的台海危機

──英語戰爭文獻中的中國

──英語東亞教科書中的中國

──中文國際關係文獻中的社會建構主義

──中文國際關係文獻中的Waltz

──中文國際關係文獻中的現實主義

──中文國際關係文獻中的自由主義

──中文國際關係文獻中的全球化

──Kristeva論中國婦女

──英文女性主義文獻裡的中國政治

──英文女性主義文獻裡的中國革命

──中文女性主義文獻中的中國近代史

──中文女性主義文獻中的社會主義
──德國漢學研究中之儒家文明

──德國學術期刊中之中國民族主義

──德國學術期刊中之中國婦女

──德國漢學界對中國現代化之認知〈或研究〉

──韋伯有關中國宗教與經濟關聯性之論述

４）知識進程

二零零六年起由石之瑜教授先行在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試行。

以二零零七學年度結束前的三個學期時間，建立共同研究框架，完成分工，蒐羅並報告文獻概況與提出論文議題方向，提供同仁未來申請研究計畫與同學撰寫論文的理論基礎與議題範圍，參與師得獲授課時數減免作為進修發展之用。

二零零七學年度春季起，對外招生應具體說明研究論文學分制（下詳）。同年，應有二零零六年起試行之論文初稿完成。

二零零八學年度上學期結束前，應有若干同仁向國科會提出個別的或整合的研究計畫，個別計畫應以開創知識家族相關議題為目標。無法申請計劃的同仁，可選擇加入所其他同仁既有的國科會特約計畫。所並應申請博士後人員支援，也申請傅爾伯萊特學者來所。同年，二零零六年起試行之論文稿應投稿發表。

二零零九學年度起應完成若干碩士論文大綱，並對外開始發表研究劄記與文獻評論，報告研究構想，召開小型研究工作坊。

二零一零學年度應完成若干碩士論文。師生聯名共同投稿TSSCI期刊，規劃碩士論文出版計劃，或碩士論文精華集。之後研究計畫與論文出版應源源不絕。

在所財政可能範圍內，遴選優秀論文出版，與投資博士論文生為撰寫論文學習第二外國語。

５）論文學分

為建立知識家族，各所所內學生修課學分應予調整，減低修課學分數，增加論文學分數，一方面可以減低一般課堂人數，增加教學品質，二來提供同學充分學分時數在研究與寫作上。應將必修學分降為十二，選修學分降為十二，另增研究學分為十二，論文學分為二，力求以一年時間完成修課學分，第二年傾全力於論文研究寫作。碩士生力爭兩年畢業，以一年研究寫作時間認識學術研究的意義，足以即早判斷自己是否適合從事研究工作。關於學分與學程之變革，有待將來各所所務會議決定。

６）論文課題

學生入學即應分配論文課題，所有論文課題均應屬於知識家族既定之研究議程範圍，如此避免尋找課題與蒐集文獻造成的蹉跎。不願意參與分配者，應自負責任選擇導師，如無法順利選擇導師，仍必須接受分配。各課題導師應與家族諮商，且經由國科會或其他計畫進修，不斷找尋有意義、有文獻的課題，提供研究生論文研究框架與大略文獻範圍。師生應利用論文學分時數共同進行文獻閱讀與討論，俾便替未來合作發表時孕育共識。

７）家族關係

知識家族建立之後，以家族支援計畫申請，以計畫開拓議題，以議題指導論文，以論文完成發表，以發表回饋家族。如此，所內同仁除了自己既有的研究議程之外，有與同學共同研究與發表的責任與權利。如此一來，指導、研究與發表三合一，並隨時可以回歸家族議程提出研究計畫申請，同學永遠可以在家族議程中確立論文方向。於是，對外時，師生分享某種共同的身分，發言時了解自己在知識界的位置，既然感到有全所的支援。之後，自己將對發言的角度有信心，而未來論文發表更因為有導師與導生的相互提攜而源源不絕。

８）建立典型

未來國內知識界對於評價標準勢必有更多爭議，所從自身的發展形勢出發，提出相應的自我評價標準與時程。以上根據所內外形勢與既有資源，提出知識家族的整合策略，是以我為主地因應外在變局，並建立知識家族運作之典型，供國內其他單位參考。

６．對英語反思文獻的回應：中國學中的建構主義社群

（１）建構主義進入中國學社群

本計畫注意到新近英語文獻中對中國學的反思，尤其以中國對外關係研究出現的建構主義趨勢。是否建構主義對於思想的重視與本計畫之精神能夠銜接？英語作家對思想的關注能否超越西方政治學經驗？在亞洲社群研究的主題之下，此一趨勢構成非常好的比較。但是由於建構主義尚未在中國學中形成流派，某種工作坊與對話管道的建立，是探索建構主義能否構成亞洲中國學社群內涵的基礎。在亞洲國國學社群中建立英語文獻的內涵，適足以回應本計畫超越固定社群與思想之努力，所以本計畫之內容附帶了此一跨國流動工作坊之建立，故擬邀請已經有英語建構主義專書著作的中國學家，與各東亞知識社群面對面進行巡迴研討，同時探索不同建構主義背後。這些作者包括：

Allen Carlson (Cornell University)--new institutionalist constructivism

Peter Grie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historicist constructivism

William Callahan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postmodern constructivism

Jeremy Paltiel (Carlton University)--institutionalist constructivism

Ian Johnston (Harvard University)—realist constructivism

Chih-yu Shi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postcolonial constructivism

在中文語境裡寫作建構主義的有政治大學袁易所長與北京外交學院秦亞青院長，也已邀請加入團隊。

（２）建構主義的多元內涵

本案除上述整理亞洲文獻中的中國研究問題意識之外，英語文獻中對既有中國研究問題意識的反省，在建構主義對中國國際關係的文獻中浮現。英語文獻如何檢討，以及不同的建構主義支派之間的差異何在，成為掌握新興問題意識趨勢的重要依據。潛在的對話空間頗為廣泛，因為各建構主義作家對中國作為研究對象，處理方式迥異。後現代觀點不承認有可以進行對外活動的中國身分，制度主義者強調進入中國身分的領導人仍能有效參與國際秩序的建構；後殖民作家介於其中，變成中國身分的可用性與可變性；歷史主義作家試圖呈現不同意義的中國，並區分不同內涵的中國，如何各自對當代行為者產生拘束力。建立英語建構主義文獻與東亞知識社群的對話，是多元中國研知識相互比較與補充的關鍵。由於在英語建構主義的中國外交研究中，總計畫主持人是唯一來自東亞知識社群的作者，具有重疊的對話身分，使台灣作為推動對話的起點，最為適合，也是台灣進入主流國際關係文獻的契機。 

（３）流動工作坊的執行

由上述作者組成建構主義的中國外交工作坊，在台北、香港、上海、北京、首爾語東京進行六場研討會，參與者就彼此已發表之五本著作（The Empire's New Clothes: Cultural Particularlism and Universal Value in China's Quest for Global StatusContingent States: Greater China &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Navigating Sovereignty: World Politics Lost in China; ;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Unifying China, Integrating with the World Unifying China, Integrating with the World Securing Chinese Sovereignty in the Reform Era
）間異同提出相互評論，並邀請各社群的研究者參與評論，累積評論的內容，形成一個不斷發展的建構主義研究議程，透過議程的流變與開展，反省中國作為研究對象的意義脈絡。

邀請作者根據其他參與者的作品，撰寫相互評論的稿件，在二零零七年春之前完成，並彼此傳閱，於二零零七年五月聚集台北，由北出發，繞行東亞各知識社群，呈現英語文獻的自我反省，並聽取各知識社群的回應。

暫定兩週巡迴工作坊進程如下：

第一日抵達台北

第二日自由行程

第三日會議並赴香港

第四日自由行程

第五日會議並赴上海

第六日自由行程

第七日會議並赴北京

第八日自由行程

第九日會議赴首爾

第十日自由行程

第十一日會議並赴東京

第十二日自由行程

第十三日會議並賦歸

其中各地配合單位已經聯繫的包括台灣大學（台北），中文大學（香港），復旦大學（上海），外交學院（北京），延世大學（首爾），早稻田大學（東京）。合作單位之聯繫應於二零零六年暑假完成。

五、 執行時程
每個社群研究的啟動時間不同，但步驟類似，簡述如下：

１．建立核心跨國跨校團隊，並對外徵選研究計畫

日本計畫之核心團隊已經建立。韓國計畫之規劃團隊已經成立，越南團隊應於營年初完成。但實體計畫之團隊有待計畫第二年完成組建。新印團隊之國內成員已經組成，國際成員應於第一年結束時組成；實體計畫團隊新加坡部份應於第二年完成組建，印度部份應於第三年完成組建應。澳洲團隊應於第四年時組建，實體計畫團隊應於第五年時完成組建。研究、教學與發展三合一計畫之核心團隊已經完成組建。

即日起應對外徵選加入上開各項計畫之研究案，或針對其他中國學知識社群之研究案。如係針對其他中國學之知識社群，應同時參與三合一計畫。

２．閱讀相關文獻，並進行研究札記與文獻回顧有關之寫作

文獻閱讀應即日起持續進行。日本計畫之文獻回顧與研究札記已在進行中，其中且有已發表者。韓國計畫與新印計畫應於第三年起進行寫作。澳洲計畫應於第五年起進行文獻回顧與寫作。

３．召開工作會議，進行研究議程與研究方法之溝通。（附件一）

日本計畫之溝通已經完成。韓國計畫與越新印計畫應於第一與第二年均召開。澳洲計畫應於第四與第五兩年均召開。三合一計畫已經召開，並應於第一與第二年均繼續召開。

４．選擇特定研究對象，並與研究對象進行接觸，安排訪談

日本中國學之研究對象已經選定，其中知識社群研究之對象，應於第一與第二年間進行安排訪談，問題意識研究之對象，應於第一與第二年間完成資料蒐集。韓國計畫與新印計畫之研究對象應於第二年完成列表，第三年起進行接觸與訪談。

５．徵選論文大綱，就不特定對象之問題意識進行論文撰寫

日本中國學有關論文課題之甄選已經開始，並應持續徵選，其中兩名已經完成論文大綱，進行中有三名，已通過徵選正進行前期閱讀者還有四名。韓國與越南中國學之論文大剛正在發展中。三合一計畫之徵選工作正在籌備中，已應於民國九十五年起對外徵選。

６．整理口述訪談，併同一般性研究資料中文化之後，發表成果

日本中國學家的訪談應於第三年起，韓國與越南中國學家的訪談應於第二年起，新、印於澳洲的訪談應在第四年起。第二年結束時應公開已有訪談資料、並應於第三至第四年間召開成果發表會，之後隨各社群計畫推動，每一至二年應召開成果發表。三合一計畫應於第五年起，每年召開成果發表。

７．撰寫論文與專書，投稿發行

日本中國學問題意識之整理應於第三年起完成首批投稿稿件；各社群之訪談成果及其分析應於第五年起完成首批投稿稿件；三合一計畫應於第三年起完成首批投稿稿件。

六、 經費需求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專任助理
	350,000
	350,000
	350,000
	350,000
	350,000

	兼任助理
	642,000
	742,000
	738,000
	642,000
	546,000

	工作會議
	200,000
	200,000
	400,000
	200,000
	200,000

	國際差旅
	1,200,000
	2,400,000
	1,500,000
	1,200,000
	900,000

	訪談差旅
	1,000,000
	2,000,000
	1,500,000
	2,000,000
	

	編    譯
	
	
	400,000
	400,000
	200,000

	審稿出版
	
	950,000
	1,750,000
	1,890,000
	2,170,000

	成果研討
	
	800,000
	400,000
	400,000
	2,200,000

	國內交通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一般行政
	100,000
	400,000
	300,000
	200,000
	300,000

	國外稅款
	25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3,792,000
	8,142,000
	7,638,000
	7,582,000
	6,916,000


七、 執行管控機制
組成控管委員會，成員擬聘：石之瑜、李炳南、沈宗瑞、楊開煌、袁易、林端、陶儀芬、楊念祖、陳世民、周桂田。

管控委員會應於第二年起，每年第二學期開始之一個月內，就前一年之研究進行評估，並於三月底前完成評估報告，提出建議。

成立學術委員會，對爾後招募研究計畫或寫作計畫品質管理。由主持人根據應徵計畫之性質，邀請各團隊成員或所建議之校外委員進行審核。凡屬於研究、教學與發表三合一計畫之論文案，僅需一名委員審核；凡純屬使用資料進行寫作計畫，並無經費申請者，則不須審查；若有申請經費，須一名委員審查通過。凡不屬日韓越新印澳項下，須兩名委員審核均通過：甄選計畫案二十萬元以下由總主持人併一名委員通過後建請研究院補助；甄選計畫案二十萬元以上由總主持人併二名委員通過後建請研究院補助。

發表補助屬於專書稿者，委請政治學專書審查委員會依程序送審。期刊論文由各期刊依審稿規定。

七、 績效評鑑機制
本計畫的宗旨是：開展具有世界性特色的研究議程，建立台灣大學在世界中國學研究議程上的特殊地位，領導英語文獻以外的中國學社群，重整與英語文獻對話時的問題意識。是否完成此一具備世界特色研究議程的評估標準在於：

第一，所整理的亞洲各社群中國學知識脈絡，是否具有與英語文獻可以比較，但不全相同的問題意識，並說明造成彼此差異的時空與制度因素？或即使各地皆有來自本身社群的問題意識，是否這樣的問題意識能夠經由發表獲得有效的呈現？具體的標準在於，能否將計畫所整理的不同社群問題意識與知識史，相互譯介，形成跨國社群；能否同時與英語文獻形成對話，獲得英語作家的回應，並與英語中國研究社社群建立互動。

第二，是否這樣多元、多層次的問題意識，能夠源源不絕的開展？如果不能，則所發現的問題意識只是臨時的或偶然的，不具備長期研究的價值。具體標準在於，能否逐漸形成長期性的論文研究團隊，提供源源不絕的研究課題，有計畫的組織研究生撰寫相關論文。

第三，這樣的問題意識能否有效地與國內中國研究的環境結合，促成國內研究教學環境集結成具有廣泛基礎的研究團隊，進而帶動亞洲各中國研究社群的研究風氣？具體標準在於，能否在計畫結束前形成某種國際年會制度，定期交換心得，發表成果，編輯專書？

技術性的具體績效評估標準有三：研究進度、研究寫作、研究發表。

１．第一年結束時，應至少完成五篇學位論文大綱，發表三篇研究札記與文獻回顧。

２．第二年結束時，應至少累計十篇學位論文大綱，其中完成論文至少三篇。

３．第二年結束時，應至少發表三篇研究札記與三篇學術論文。

４．第三年結束時，並於本年起每年應完成五至八份訪問稿。

５．第四年結束時，應維持每年至少有十篇進行中之學位論文，發表三本專書，五篇論文，每年至少完成五至八份訪問稿文化。

６．第五年結束時，除持續發表至少五篇研究論文與三本專書外，應將中文化之訪問稿出版，應至少召開一次國際性之學術成果研討會。

本計畫執行屬於連續與永續型，五年後不因為五百億計畫之結束而結束，因此主要以基礎研究為主要內容，發表為輔，追求長遠研究資料之建立，俾便從事中國學知識社群之分析。俟研究資料逐步增加，邀請參與使用與研究之各系、各校與各國學者，便有源源不絕的基礎進行理論研究與作品發表。屆時對於提升我國在世界中國學界的特殊研究地位，會有極大貢獻。

附件（一）

Connecting Knowledge of China Studies: 

Exploring an Eth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Knowledge of Different Nature

Abstract

The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has responded to the cultural studies challenges in various ways. The result is not encouraging in the sense that the two epistemologies find no ready platform to engage in dialogue. Similar challenges appear in the China studies indirectly. Interaction among identities of China, China scholars and China scholarship together casts doubt on the validity of knowledge in our community. In brief, the challenge is that if knowledge is an identity statement of those who produce the knowledge, then past research, which presumes the objectivity of China knowledge, should all be disposed as sheer product of identity politics. A framework that is epistemologically tolerant enough to bring together scholarship based upon different philosophies of knowledge can provide an ethical relationship among all the knowledge of different nature. Such a framework allows each research agenda to have its own identities and enables the scholars to read knowledge of different nature without feeling threatened. This is the purpose of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Introduction

Epistemological issues do not usually attract too much discussion in the China studies community. Sporadic reflections in this regard nonetheless raise a few challenges that are worth serious examination. They primarily concer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in addition to methodological issues.
 There are likewise debates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holars and their objects of study, vaguely considered to represent China. This latter type of debate questions the legitimacy of the problematiqué of the mainstream area studies agenda, suggesting an inevitable connection between scholarship and politics.
 While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not yet tried to systematically respond to any of these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s, and few recent Ph. D theses have picked up epistemological issues, pressure for response is still mounting to those who endeavor to promote social science in area studies. The pressure has three sources at least. These pressures compel social scientists, in whose circle that China studies recruit newcomers, to have to tackle epistemological and even ontological self-evaluation. 

First of all, there is the cultural studies perspective that rocks the Cartesian certainty upon which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thought to base. Interpreted meanings substitute for universal theories to become the new focus of scholarship in the cultural studies. The earliest effective intruder from the cultural studies to social science is probably feminism, following which postmoder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enter the scene. Despite its various and diverse analytical interests and approaches, the field of cultural studies has developed a minimal consensus that almost all share, specifically their common focus on identity. The cultural studies whose epistemology seeks to deconstruct knowledge, conceive of a research agenda as no more than another text, to reproduce or invent identities desired by the scholars. It happens that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cultural studies accuse social sciences of being essentially political construction, the national identity composition of China scholars is witnessing drastic changes with more overseas Chinese social scientists joining the English-language China studies community
. This development makes the discussion on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a scholars, China scholarship and China increasingly pressing. Third, and finally, globalization that brings the scholars and those carrying the China identity in and out China frequently further obscures the border of China that scientists used to assume to be just out there. Once China as a researched object is opened up, mutual constitution of the scholars and scholarship cannot be easily hidden any longer. 

Interaction among identities of China, China scholars and China scholarship together casts doubt on the validity of knowledge in our community. In brief, the challenge is that if knowledge is an identity statement of those who produce the knowledge, does not this mean that past research, which presumes the objectivity of China knowledge, should all be disposed as sheer product of identity politics? Or, the knowledge is still knowledge, except that it is not universal, law-driven or time-neutral.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a challenge of this sort appears in the China studies. Earlier denouncement of area studies as counter-productive from the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once threatens to discredit the China research that was not oriented toward universal theory building. However, the earlier challenge is largely methodological, not touching the identity issue that intrinsically links the identity of scholars to the scholarship. This ontological reconceptualization has prompted some response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 but not yet led to similar reflection in the China filed. The challenge is additionally about research design. How could the scholars, after recognizing their subjective intervention i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rough the problematiqué that motivates their research, feel comfortable about the result that to an extent responds to their own identity needs, consciously felt or not. This recognition means that one’s scholarship represents at best a relative truth to another’s.
 Scholarship is therefore more than representation of truth. It is at the same time texts through which readers collect evidence that reveals the scholars’ own inner world. The scholars examine China while the readers examine scholarship. Alas, scholarship and patients’ self-report are of similar nature.

Indeed the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has responded to the cultural studies challenges in various ways. The result is not encouraging in the sense that the two epistemologies find no ready platform to engage in dialogue. Similar challenges appear in the China studies indirectly, mostly not presented in the epistemological terms
. Before these epistemological and ontological challenges question the moral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the China studies community, the need for a framework that can deal with knowledge of completely different nature seems present and urgent. Without such a framework, possibly mutual estranging between scholars of different identity will surely negatively affect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intellectual exercise
. Moreover, the scholars would need a sense of certainty or security from where to engage in intellectual activities, but the upcoming ontological controversy is going to destroy it
. A framework that is epistemologically tolerant enough to bring together scholarship based upon different philosophies of knowledge can provide an ethical relationship among all the knowledge of different nature. Such a framework allows each research agenda to have its own identities and enables the scholars to read knowledge of different nature without feeling threatened. This is the purpose of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s of China Knowledge

How should China scholarship be divided into kinds that are epistemologically mutually related on the one hand and respect the distinctive identities of the scholars on the other hand? No deductive method can do justice to the ever-changing ways of organizing knowledge. For example, the familiar level-of-analysis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decreasingly relevant in today’s literature. To organize different kinds of knowledge, to address the evolution of a specific problematiqué and to inform the meanings of scholarship require philosophers of social science to attend to those sensibilities that are in actuality present in the literature. In this paper, three such dimensions emerge through the quick glimpse over a selected portion of the literature. (Figure I) The first dimension is Euro centric vs. China centric (or, looking in vs. looking out) knowledge, a dimension derived from the reading of Paul Cohen,
 Phillips Kuhn,
 Wang Hui,
 ,Gan Yang,
 Mineo Mizoguchi,
 and Phillip Huang,
 etc. The second dimension, which is about synchronic vs. diachronic (or, a-historical vs. evolutionary) knowledge, appears in the literature represented by Harry Harding,
 Andrew Nathan,
 Yang Kuoshu,
 Kuo Hualun,
 Naitou Konan,
 and Jin Guantao,
 etc. The third dimension concerns structural vs. agential (or, materialist vs. interpretive) knowledge, that shows in Lucian Pye,
 Stevan Herral,
 Chou Rei,
 Prasenjit Duara,
 Joseph Needham,
 and Wang Der-wei,
 etc. Together, perhaps with some other dimensions not mentioned here, they divide knowledge into different kinds, among who there lacks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when communication does take place, it could question the legitimacy of any particular research agenda by rocking th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of each particular kind of knowledge.

Paul Cohen records the origin of criticism toward Euro centric knowledge of China, attending especially to the stimulus-response mode of analysis that portrays China in a backward, passive position only to be moved by Western enlightening forces. By contrast, for example, Cohen encourages a historiography that discovers the forces of 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 the Chinese history. Similar reflections come from Philip Kuhn, who painstakingly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history to the fall of regime capacity since late Ming Dynasty. In the same vein, Mineo Mizoguchi argues that social changes in the past century are primarily a product of China’s own history. He denies the Japanese China scholarship to be too much Japan centric, which falsely assumes that China would take the same path Japan has done. He parallels Japan’s modernization with the analogy of a two-legged tadpole maturing into a four-legged frog, and could therefore mistakenly think a mature two-legged chicken, insinuating China, being retarded. Phillip Huang likewise explores different meanings of the seeming rise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defending Chinese folk society from some Euro centric interpretation. Interestingly, Wang Hui contends that these critical reflections may continue to carry the Euro centric problematiqué. Wang feels that these critical analyses are still embedded in the modernization teleology. He is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Naitou Konan’s historiography that treats China as an empire, the breaking up of which would eventually serve as the origin of modernization and would have to rely upon internal forces
. 

China centric knowledge denies the validity of Euro centric knowledge; the validity of China centric knowledge itself is questioned for keeping Euro centric problematiqué. Is mutual denial of validity the only solution to their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The second dimension has to do with the familiar debate between theory-driven research and history-driven research. The focus is whether behavior under study is a result of those laws that are spatiotemporally neutral, or a specificity produced by conjectural historical stream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cience and history in China studies is not unlike that between neo-realism and English school in the IR literature. Law-driven research produces knowledge that penetrates the disguise of local specificity or connects the seemingly unrelated phenomenon to disclose underpinning causality. In this view, knowledge does not change along time, but is about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ables that has no time tag. Mainstream social science expects area studies to contribute to the discovery of laws. Harry Harding responds with a mixed feeling, being confident that China studies may generate law-like hypothesis ready to be tested elsewhere instead of always testing propositions imported from elsewhere, but on the other hand, worrying there has inappropriately been too much dependence 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s the source of wisdom when composing a theoretical hypothesis.
 Chinese scholars who join the English-language China studies community may alleviate this ambivalence, according to Andrew Walder, because they are fluent in both scientific and area studies languages. However, universal laws are yet to dominate the China studies agenda as many, such as Yang Kuoshu and his team on Chi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y,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the pursuit of universal laws is either pre-mature at this point or meaningless at all to China scholarship. There is the view that living through the way of lives of those under study is key to knowledge. In short, China is not a case of comparison for the sake of finding universal laws. 

There can be two ways to present this epistemological position: that there are China-specific laws not ready for mutual translation into universal laws; and that there is even no such law governing so-called Chinese behavior.

The rise of cultural studies introduces the third dimension. Ontologically, knowledge is not certain; those under study exist in forms that are fluid, contingent and coincidental. The possibilities of switching and cycling are results of simulation and practices. The key organizing theme is about identity, a term that has no fixed contents in itself. Knowledge that incorporates the concerns for identity is interested in the strategy of adapting or responding to changes as well as the practice of agency or self-empowerment. In this regard, knowledge is situational. In addition, knowledge connects the scholars and China not as an intellectual instrument for the scholars to access the analyzed object, but as a process of mutual constitution between the scholars and the Chinese under study. In that knowledge is about how living people interpret the situation, their response and their desire, the scholars cannot escape the same scrutiny that informs the identity strategy practiced by the scholars themselves. Here th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of the scholars and the needs derived therefrom become intrinsic part of knowledge. Moreover, for the cultural studies agenda, methodologically, all texts are meaningful, making the obsession with the statistical design of random selection irrelevant. Peripheral or marginal voices are among the best topics on the agenda, to include Duara’s in-depth research on modernity in a puppy Manchurian regime, torn between its ethnic, Chinese and Japanese identities, Chou Lei’s upside down strategy that trivializes the grand discourse while amplifying feminine sensitivities, and Wang Der-way’s over-interpretation that demonstrates how the self-empowering possibilities of modernity can exist between lines of the feudal literature through imaging tacit resistance or adaptation. Even if material conditions can be relevant, but it is certainly not the major attribute of knowledge from the cultural studies point of view.

Euro centric Knowledge of China

Knowledge that falls in the category of Euro centrism is the kind that opens the research on China with a question tha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which the scholars, not those under study, belong, informs. (figure II) Euro centric knowledge drives the research agenda implicitly toward a transformation project by setting up a system of referencing to measure the distance of China from the scholars’ society. Underneath the research agenda is the conviction that all societies follow the same laws of behavior.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societies should be a difference in historical stage, instead of a fundament difference. Those factors that have transformed one society into a future stage should do the same to another yet to experience transformation. Knowledge ceases to be Euro centric if a research agenda does not have such an assumption. Anyone can learn to write from some Euro centric problematiqué and acquire a discursive position that puts one outside China to look in. This privileged position is conceptually a non-position that presumably represents universality, or a position of God to reveal what the God’s law of behavior is. The criticism from the China centric agenda is that no such universal law exis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cholars’ own society.

Euro centric knowledge can be divided into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types as well as materialist and interpretive types. Four possibilities follow. Synchronic, materialist knowledge show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ystemic structures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research agenda of this type is interested in structural forces that motivate and constrain actors’ behavior, regardless of actors’ identities being foreign policy maker, state enterprise manager, local county director, inland immigrant worker, or military general, and so on. Once the scholars grasp the laws that inform the overall material constraint, actors’ position in the structure automatically determines the choice of action. (Figure II, upper right). There is no need to trace the history of specific actors or the situation to explain the behavior. Laws are eternal and all events are conceptually timeless cases of laws. By contrast, Synchronic, interpretive knowledge acknowledges that meanings matter, calling for those agendas that seriously treat cultural symbols and values. Since behavior is a process of meaning-giving, the scholars allow agency in actors. (Figure II, lower right) The theme of clashes of civilization is one archetypal example that cares about the self-understanding of the actors, the juxtaposition of self and Other, and the reproduction or simulation of the identity difference. Immigrant studies belong here, too. 

Diachronic, Euro centric knowledge includes the mainstream China studies that strive to transform China into a type to fit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discursive structures. At the materialist level (Figure II, upper left), there is the neo-institutional agenda pushing reform that introduces right incentive structures enabling China to enter global market, away from central planning or collective productive and consumptive styles. The same agenda speaks also in terms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at tackle the rise or fall of regime capacity. At the interpretive level (Figure II, lower left), there is the popular agenda of citizenship studies, especial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dentity, pertaining also to the study of patriotism. These are the most expensive agendas, often involving large-scaled surveys.

Euro centric knowledge does not question that China is a clear object of study. China is not a matter of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accordingly and is independent of scholarship as well as the production of scholarship. The purpose of Euro centric knowledge is to allow the scholars an analytical tool to access China as an object and explain behavior that represents China. This epistemological position corresponds to scientific realism, making the empirically unknown part of China known. The key lies in theory building. When the agenda is closer to the materialist level, theory can better reflect the reality. Logical deduction is an appropriate method then. On the contrary, when the agenda is closer to the interpretive level, empirical induction through falsification should be a better method. Constructive realism, which sees the social world as a man-made artificial system, but nonetheless law-driven, recognizes the changeability of law. The two seemingly irreconcilable methods are actually hand-in-hand to promote Euro centric knowledge.

Comparing the right-hand side and left-hand side, the difference is how much significance the scholars attach to historical contexts. Traditionally in China studies, change is always an important topic. This is not just about those specific changes by themselves, but also about the law of change. The diachronic level points to modernist teleology embedded in the contemporary European model that guides the writing of survey questions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 reform. It is this shared teleology toward modernity that puts logical deductive neo-institutionalism and empirical deduc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the same platform. The law of change anticipates the rise of a new form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while the old, transformed historical stage testifies to the taking place of 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ynchronic level alludes to a kind of universalism that prompts the scholars to look for laws that are not spatiotemporally bound. Only laws that apply to cases across time and space are legitimate knowledge. As a result, all events and actions can be linked together in a very delicate global structure. Laws that govern behavior today are also laws that govern behavior in the past. It is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space as well as the imagination of a universal, observing position, such as Euro centrism, that makes possible the dialogue between mater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terpretive civilization and immigrant studies.

China centric Knowledge of China 

If the scholars attempt to open their agenda with an issue that comes from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ose under study, the knowledge thus produced is China centric. Being China centric or Euro centric is therefore an intellectual judgment. It is not the judgment that matters, but the intentionality that draws the scholars out of their own cultural contexts that matters. Intentionality matters to the extent that it sensitizes the scholars to issues not familiar from the vintage point of their own society’s history. It is not unlikely that a scholar with China centric sensitivity ends up with a research agenda that more deeply, and thus effectively, reproduces a Euro centric problematiqué. However, there is always the opportunity for adjustment as long as the sensitivity toward knowledge of different nature is present. Often China centric knowledge originates from repeated and deep reading of Chinese texts. It may also come from practicing the Chinese way of life in a real situation for a period of some length. To pursue China centric knowledge implicitly denies the validity of any claimed universal law or the possibility of an eventual situation where knowledge is area-blind or culture-blind. Methodologically speaking, the abstract research language not sensitive to indigenous conception is inappropriate. Empathet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life in various ways, directly as well as indirectly, is the necessary component of knowledge.

Synchronic, China centric knowledge (Figure III, right) is about knowledge derived from the eyes precisely of those under study. The first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by the scholars should be the same question that those under study strive to answer. This is problem-oriented research instead of theory or method oriented research. By practicing to answer the same question that puzzles those studied, the scholars learn the purpose, the constraint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affective need of the actors. The scholars have an extended mission, though. The scholars should continue to ask how different actors develop different needs in the same decision situation. In addition, under what historical contexts a question becomes a question for the actors? Synchronic knowledge is materialist if it about behavior guided by China-specific structure such as China’s role in a bi-polar world. The knowledge is interpretive if about meanings derived from China-specific discursive context such a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call for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can hear the echo more clearly in this column. The research agenda in this column specifically challenges the universality of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The scholars should let the actors guide the research to avoid the imposition of the scholars’ own problematiqué upon the actors. From the vintage point of the universal law, indigenous knowledge of this sort makes little contribution because it is not able to speak to another society about the reason for action in the indigenous society.

Diachronic, China centric knowledge (Figure III, Left) is about knowledge that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a phenomenon from a China-specific context. When th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phenomenon evolves along an objective track of movement that is independent of subjective intervention of any actors,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phenomenon is materialist. By contrast, it is interpretive if about behavior that incorporates cultural values and meanings resulting from China-specific history of discourse. Refusing single teleology, knowledge of this sort recognizes relativity of knowledge to contrast universalism. This relativity corresponds to the rise of historicist methodology that opposes the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that emphasizes historical facts. Facts are relative; their meanings depend. For the materialist knowledge, the relativity of knowledge of China is defined by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n each historical stage actors share the same relative knowledge that is relative to knowledge in other stages. Important fact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tages. For example, what constitutes power is different for Qing emperors and for Republican presidents. The scholar should develop knowledge of China for each stage. The interpretive relativist, by contrast, would argue that not only knowledge concerning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stage is different from another stage, but also that even knowledge about any specific stage changes over time. Knowledge considered useful to those under study cannot be faithfully represented later once the stage is over. Later historical stages, including the one in which contemporary scholars operate, produce new knowledge of earlier historical stages from the contemporary point of view. That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are outside of earlier historical stages of those studies is not unlike the Euro centric scholars being outside of China. 

The upper level of Figure III connects materialist knowledge that is separated by the scholars’ time consciousness.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e’s capacity on the left and the interest structure that constrains the state on the right together compose the materialist dimension of the China centric knowledge. This knowledge is in essence different from the knowledge at the lower level where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ism are either product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stage, with its past constantly reinterpreted to inform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or a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that can exist any time across historical stages. Standpoint theory (Figure III, upper level) Cultural relativism (Figure III, lower level), instead of scientific realism and constructive realism, connects different kinds of knowledge on the China centric plane. Relativism is notorious in its rejection of universal law. However, relativism does not necessarily deny the existence of a reality out there, to be discovered by the scholars through knowledge. Indeed many a relativist accepts that the scholars and those under study are in such a separate relationship that the observer is not intrinsically a part of the observed. Broadly defined scientific realism may tolerate this view, which parallels the standpoint theory of knowledge. However, if a relativist believes that the scope of China is sheer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lars, or even that those under study can participate in defining the scope of China, the designation of reality out there would be destroyed. A more radical view would further allow the scope of China to be constantly changing over time and always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scholars and actors. As a result, who is a legitimate object of study in China studies is up to interpretation by all to the effect that China is turning into a temporal and fluid concept. Scientific realism would be completely inappropriate for this type of knowledg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Knowledge of China

Synchronic knowledge of China treats China as a system. In this system, there is logic of behavior to be discovered. If this logic is structurally determined from a materially based reality, (Figure IV, right upper level) the knowledge is about a law across time and space. If it is interpretive in nature, (Figure IV, right lower level) the knowledge is a constraining discourse that the actors internalize, interpret and reinterpret. If it is Euro centric, (Figure IV, right, frontal column) the knowledge can be applied to a much wider global scope. If it is China centric, (Figure IV right, back column) the knowledge is locally conditioned. Synchronic Knowledge can include information gathered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but does not treat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periods essentially different. Information about behavior of different periods is only different cases of the same logic. Even at the interpretive level, whereas the actors are allowed agency to interpret meanings and motivation, synchronic knowledge concentrat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ncy, discourse and practice, instead of contest and inconsistency over time. 

The study of China’s role in world politics is a quintessential point of departure in pursuing synchronic knowledge. The knowledge produced from this node is about international systemic structures (i.e. materialist), the constraining forces of which are allegedly universal (i.e. Euro centric). Opposite in the node of China centric knowledge is China’s own calcul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terms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derived from the decision makers’ point of view as it is constrained by China’s power place and productive role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its current level of development. 

Diachronic knowledge of China treats China as a changing process. Knowledge is no longer necessarily about the operation of a close system, although it still can be. For example, the Euro centric column deals with the law of change (Figure 4, left, front). This law of change continues to lock China in a teleological track. Even at the level of interpretive knowledge (Figure IV, left, lower front), the change is premised upon a set of indicators that tell how well Chinese citizens move toward a mature civic culture. Compared with the synchronic knowledge, diachronic studies of the law of change rely on studying history from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not from an a-historical systemic point of view. The scholars must know the change in citizen’s attitude toward participation or the progression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 for two examples, in order to judge where the road leading to modernity is. In fact, to discover the diverse style of modernization is the dominant problematiqué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he China centric column deals with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 certain phenomenon that has no fixed end. Knowledge becomes open end and no predetermined indicators should be used to trace the evolution of behavior pattern. As a result, what constitutes the material aspect of history that objectively constrains social behavior (Figure IV, left, upper back) must be gathered from reading locally produced evidence. In contrast, the interpretive aspect (Figure IV, left, lower back)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is about knowledge of a constantly evolving process of reinterpretation by those under study. The material and the interpretive knowledge may look unacceptable to each other when met, but in one way or another connected if a second dimension, such as diachronic is added.

Diachronic knowledge integrates the seemingly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terialist and interpretive knowledge. Linear historiography, for example, connects neo-institutionalist deductive methodology to civic cultural inductive methodology. Historicist knowledge excludes teleology toward the end stage that Euro centric knowledge prescribes for China. But, it may acquire its own teleology or its own track toward the Euro centric teleology. For example, Naitou Konan was interested in the eventual demise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the liberation of indigenous forces of modernization. Other historicists may treat Chinese history as an evolution toward no fixed end or as part of a cycle. Nonetheless, the materialist knowledge that trace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interpretive knowledge that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a civic consciousness can become mutually constituted when the scholars of these two modes of epistemology meet each other in the common neighborhood on the diachronic, China centric column. Similarly,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approach integrates policy necessity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local motivation of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ynchronic, China centric column.

At the diachronic level, neo-Marxist epistemology (Figure IV, left upper level) similarly integrates the materialist Euro centric and China centric knowledge by exposing the mutually constitu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erstructure and understructure. Marketer institution is accordingly discursive hegemony to reproduce as well as reflect understructure such as state capacity or social economic productivity. At the interpretive level, (Figure IV, left lower level) the cultural studies connect knowledge about civic cultural change with the evolving 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Accordingly, participatory values are, for instance, simulations of historically sensitized civic duty consciousness. At the synchronic level, (Figure VII, right upper level) neo-Marxism, again, establishe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agenda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as discursive superstructure and the underlying global economic productive relations while the cultural studies approach (Figure VI, right lower level) constructs the mutual constitu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otional investment in China’s unification felt by those under study and the problematiqué embedded in the knowledge that portrays China as a threatening civilization. Neo-Marxism takes away the interpretive component of knowledge while cultural studies see intervention both by the scholars and by those under study an inevitable element of knowledge. The juxtaposition of various epistemological standpoints triviali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knowledge.

Structural-Agential Division of Knowledge of China

The materialist and the interpretive scholars cannot easily appreciate each other. The materialist knowledge (Figure V, upper level) deals with causal relationships to explain behavior while the interpretive knowledge (Figure V, lower level) emphasizes the agency in constructing meanings that inform purposes and motivation. The role of the scholars is unrelated to the contents of the materialist knowledge to the effect that there is no such worry about using an inappropriate problematiqué, but only worry about inappropriate methodology that cannot disapprove the unsuccessful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The scope of the materialist knowledge can include social structure, such as incentive mechanism, policy-making process, national interest setting,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All social structures that constrain behavior possess some materialist component. It is this materialist component that makes social structure objective and independent of the mind of the scholars and those studied. 

The interpretive knowledge, in contrast, regards knowledge as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 causal explanation cannot sustain if not applicable in a different case at a different time. Both the scholars and those studies participate in meaning construction. These include values, consciousness, need, discourse, motivation, identity, purpose, and so on. Behavior reproduces meanings; meanings motivate behavior. Accordingly, no meanings can be fixed and no behavior pattern can remain permanently stable. The capacity of reinterpretation measures the power of agency of a particular actor. The scholars’ ability to over interpret can also read agency into the actors who are not conscious of their own agency, preserving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possibility of enhanced agency of the actors in the future.

Adding the structural-agential dimension helps to reconcile the differences on other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s. Both Neo-Marxists and cultural studies epistemology reconcile the Euro and China centric knowledge. Neo-Marxist epistemology guides the scholars to pursue the right mode of knowledge by exploring how to design the appropriate incentive mechanisms to reflect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structure, how this political economic structure evolves over time to give rise to the policy necess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conception, and how these incentives mechanisms can eventually transform China into a modern society. Neo-Marxist epistemology also directs attention to China’s role 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ic structure. The knowledge of China should explain why China has or has not succeeded in adapting to the external systemic structur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Many liberal scholars interestingly adopt the Neo-Marxist notion of knowledge in a broader sense. They treat their subject of study as sheer a case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o contrast, the cultural studies perspective asks to what extent that modernity is a goal diffused from an external source. Through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to what extent Chinese modernity is a simulation of incentive rules to satisfy purposes completely unrelated to the Euro centric teleology, hence agency for reinterpretation? And to what extent the global systemic structure is also an imposed scheme that reflects not the need of the Chinese and therefore cannot mobilize sufficient support inside China to evolve into a non-threatening civiliz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mediation through the Neo-Marxist and the cultural study epistemology, cultural relativism in general and standpoint theory, in particular, pose another kind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synchronic and the diachronic knowledge by asking how relative China is. Is China so relative that culturally alien actors cannot share the same material pattern of behavior? Can the Chinese interpretive style be represented or reproduced once outside China? Given the relativity of the knowledge of China, is this relativity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r is it coincidental? Scientific realism as well as constructive realism reconciles the synchronic and the diachronic knowledge, too, except that here it is quest for universal laws rather than uniqueness that unite the synchronic and the diachronic knowledge.

Four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es connect the materialist and the interpretive knowledge. To begin with, historicist epistemology traces the concepts of “China” and “State” back into history to give the notion of “state capacity” meanings in the evolution of various historical texts. Once meanings are certain, measur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 capacity can proceed. Secondly, linear historiography sets China toward modernity without specifying which route China will take to get to the destiny. Reform of incentive mechanism footnotes, but does not determine the evolution of civic culture. The interpretive agency remains in the hand of those under study although they do not get to choose the materialist end state. Thirdly, indigenous social science fixes those under study on a particular Chinese identity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claim of unambiguous, indigenous China. The scope of China is reproduced each time when policy makers acting in the name of China reify the demarcation of border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When these actors can be identified by a structurally determined scope, their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can be a legitimate text to be interpreted and enacted by the scholars together with these participating in practice. Finally, universalistic epistemology explores knowledge pertaining interpretively to the range of all the possible roles that can be taken by those under study but leaves them to make the rational choice for themselves to achieve a materially defined good life. Knowledge is about these materially bound choices and how are they interpretively made sensible.

China Scholars in the Ethics of Knowledge

In addition to clarifying the epistemological position of research agendas and scholarship in order to mediate meanings among them, comparing the scholars’ epistemological identities is equally important in facilitating intellectual communication. The scholars with different epistemological identities may produce completely different kind of knowledge even though they share a similar research agenda. For example, the problematiqué that opens the research with the rise of China may lead to either the materialist agenda of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r the interpretive agenda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Both because the same research agenda may represent different identities for different scholars, and because the scholars may see themselves in identity positions different from where others see them, it is possible to learn how particular scholars can be relative to themselves judging from different positions. This means that all one’s decisions on another scholar’s epistemological identity and the identity of another’s research are fundamentally self-revelation of one’s own epistemological identity.
 Just as each research agenda can find specific identities on the three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s of Euro-China centric, synchronic-diachronic and structural-agential divides, the scholars can do the same. There are two sub-dimensions where the scholars can be identified in the three dimensional diagram: the research community with which the scholars identify themselves and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 with which the scholars affiliate themselves.

The scholars’ affiliation with research institute has more to do with personnel training, research fund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mong projects and between research and personnel. In the background are the grand funding structures, which can be composed either of Euro centric or China centric problematiqué. Both problematiqués reflect the cultural hegemony that serves to reproduce certain political economic forces, with Euro centrism reproducing primarily those research agendas oriented toward 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centrism involves loc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to remain indigenous and independent. Regarding the identity of research institute, the materialist quality is a more important reference than the interpretive quality. The material quality addresses mainly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dentity of the research community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research institute. The scholars can identify with many groups other than their affiliated institute, such as the disciplinary community, the ethnic community, th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religious community, the part-time think tank, or some civil society, etc. Which of these is the primary community for the scholars pertains to their inner condition and thus to the motivation of research. This addresses mainly to the psychology of knowledge. The research agenda,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 and the research community forms a triangle in the epistemological cube, whereby knowledge produced reflects the balance among these three forces. The plane that incorporates the triangle is the spatial identity the scholars assume in the epistemological ethical network.

For the scholars, there is more than one triangle (Figure 6) that competes to identify them in the epistemological cube. Everyone else may have opinion about how this triangle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cube as is applied to a particular scholar. For any particular observing readers who seek to establish dialogue with the scholars, there can be an additional triangular identity. For the scholars to know their own identity comprehensively, consulting with different decisions on the identities of their community, institute and agenda is necessary. So, Mineo Mizoguchi may place himself much closer to the China centric plane than Wang Hui would place him. The gap enables the scholars to ponder over their identities and adjust research agenda, primary identification community, and even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 accordingly. Implicitly in Figure 6 is that a change in affiliation, the rank, the funding or the training, etc., affects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imilarly, how well the scholarship is received, how strong the nationalist mood spreads, and how integrative a disciplinary field becomes, etc, all affect the psychology of knowledg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hange in the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of knowledge reshapes as well as relocates the triangular identity of the scholars.

Knowledge of China Informed by Globalization and Identity

The scholars of China studies seem not to want to question the observation that China has changed enormously in the past decade and will remain in a changing situation in the decade to come. Economics concerns new mechanism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politics concerns enhanced participation and reformulate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cern the rise of China; and, sociology concerns immigrants and social changes. Still, the assumptions regarding what knowledge of China is essentially about are different between and within them. One major difficulty to define the scope of the knowledge of China lies in the dubious scope of China itself, which cannot be defined artificially. The identity of China that is under study is as obscure as the scholars’ identities. It is often the research and the scholarship that, through simulation and practice, gives both the scholars and their China an operational identity.
 The loss of an essential China is both a cause and the effect of changes in their own identities that the scholars and those under study witness together. The challenge is felt beyond the China studies indeed. In fact,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large similarly experience the loss of a clear identity of both the disciplines and the subjects of research.

Research agenda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center around globalization and identity. Knowledge concerning globalization tends to be materialist, Euro centric and synchronic while knowledge of identity is more likely to be interpretive, indigenous and diachronic. It is at the right, upper, frontal corner (Figure VII) that the knowledge of China connects most easily with the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the left, lower, back corner that the knowledge of China connects most easily with the research on identity. The epistemological cube of China studies creates such a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cholars, the subject of Chin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at large to allow the scholars to move freely in and out of their own locus of knowledge without having to rock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original epistemological position. In fact, identity studies is the focus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whose interpretive epistemology characteriz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ina centric discourses of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and the Euro centric values embedded in civic culture and the theme of clash of civi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mainstream globalization studies have evolved into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falling into neo-Marixian conception of knowledge, which constitutes both super structures and under structures. The China scholars in their epistemological cube now have access to knowledge of seemingly different nature in and out China studies.

This ability to compare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one research agenda with another is the ability to move along the epistemological columns and levels from one corner to another, to leave China studies to tour mainstream social science external to the cube, and to locate the scholars themselves within a moveable triangle composed of the research agenda, research commun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 The ability to see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the scholars’ vis-à-vis that of those under study is the ability to see the distance between Euro centric and the China centric, the structural and the interpretive and the synchronic and the diachronic kinds of knowledge. These abilities enable one scholar to tour the research agenda of another scholar by knowing how and why one can move and how one can return. An actual visit to another research agenda based upon a different epistemological identity may very well bring adjustment to one’s own research agenda. Mutual visit of this sort will probably move all the research agendas toward the center of the cube, and may have the effect of either regrouping the research community or generating new synthesis. The originally mutually threatening epistemological positions on all three dimensions are henceforth reconcilable. The two opposite ends of a particular dimension find common agendas on the other two dimensions. Supposedly unrelated, remote epistemological identities are connected in the cube. Those under study can each have their own triangle when reading the knowledge of China and participate in identifying the relative position of a particular research agenda. The possibility of eventually having all this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ing knowledge is, in my opinion, the minimal promise that an ethical China studies asks of the scholars.
I. Epistemological Dimensions of China Know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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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uro Centric Knowledg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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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China Centric Knowledg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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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Temporal Knowledg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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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nterpretive Knowledg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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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Identity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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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Ethical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Kinds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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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A12
十三、近三年內執行之研究計畫
（總計畫及子計畫均需填寫）
所有的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均需填寫本表

請務必填寫近三年執行之所有研究計畫及正向其他各單位申請之研究計畫 

（共同）主持人姓名：      石之瑜                                     單位：新台幣仟元
	計畫名稱
	計畫內擔

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機構
	經費總額
	執行情形

	現代化價值對民族地區意義之實證研究
	主持人
	2003/8/1~2004/7/31
	國科會
	788
	已結案

	政治學中的貧窮論述：中國大陸西南邊疆扶貧政策研究(1/2)
	主持人
	2004/8/1~2005/8/15
	國科會
	881
	已結案

	政治學中的貧窮論述：中國大陸西南邊疆扶貧政策研究(2/2)
	主持人
	2005/8/1~2006/7/31
	國科會
	910
	已結案

	日本中國學問題意識之研究
	主持人
	2006/8/1~2008/7/31
	國科會
	1,882
	執行中

	
	
	
	
	
	

	
	
	
	
	
	

	
	
	
	
	
	

	
	
	
	
	
	

	
	
	
	
	
	

	
	
	
	
	
	

	
	
	
	
	
	


表格A13
十四、預期研究成果 
 （總計畫及子計畫均需填寫）
	項目
	最近三年平均
	預期成果

	
	小計
	國內／國外
	重要 1
	小計
	國內／國外
	重要 1

	已發表論文
	期刊
	40
	國內：29
	40
	本計畫的宗旨是：開展具有世界性特色的研究議程，建立台灣大學在世界中國學研究議程上的特殊地位，領導英語文獻以外的中國學社群，重整與英語文獻對話時的問題意識。

技術性的具體績效評估標準有三：研究進度、研究寫作、研究發表。

１．第一年結束時，應至少完成五篇學位論文大綱，發表三篇研究札記與文獻回顧。

２．第二年結束時，應至少累計十篇學位論文大綱，其中完成論文至少三篇。

３．第二年結束時，應至少發表三篇研究札記與三篇學術論文。

４．第三年結束時，並於本年起每年應完成五至八份訪問稿。

５．第四年結束時，應維持每年至少有十篇進行中之學位論文，發表三本專書，五篇論文，每年至少完成五至八份訪問稿文化。

６．第五年結束時，除持續發表至少五篇研究論文與三本專書外，應將中文化之訪問稿出版，應至少召開一次國際性之學術成果研討會。

本計畫執行屬於連續與永續型，五年後不因為五百億計畫之結束而結束，因此主要以基礎研究為主要內容，發表為輔，追求長遠研究資料之建立，俾便從事中國學知識社群之分析。俟研究資料逐步增加，邀請參與使用與研究之各系、各校與各國學者，便有源源不絕的基礎進行理論研究與作品發表。屆時對於提升我國在世界中國學界的特殊研究地位，會有極大貢獻。
　
　
　
　
　
　
　
　
　
　
　
　
　
　
　
　
　
　

	
	
	
	國外：11
	
	

	
	研討會
	20
	國內：9
	20
	

	
	
	
	國外：11
	
	

	
	報告
	
	　
	
	

	專書2
	數目
	15
	國內：10
	15
	

	
	
	
	國外：5
	
	

	專利
	數目
	　
	　
	　
	

	研討會3
	數目
	11
	國內：
	11
	

	
	
	
	國外：
	
	

	
	參加人數
	735
	國內：
	735
	

	
	
	
	國外：
	
	

	訓練課程
	小時
	　
	　
	　
	

	
	參加人數
	　
	　
	　
	

	技術移轉
	數目
	　
	　
	　
	

	
	授權金
	　
	　
	　
	

	技術服務4
	數目
	　
	　
	　
	


1 請註明重要項目之數目。「重要」與否的準則請由計畫主持人自訂，例如：發表於重要頂尖期刊之論文，或發表於嚴謹之研討會的論文。  請將準則及期刊和研討會名稱，條列於附錄。
2專書係指經國內外學術性出版（發行）單位正式審查程序通過而出版（或發行），並獲得相關領域學者普遍肯定之學術性專門著作。
3指由本計畫或申請研究團隊所主辦或協辦之研討會。

4 指由本計畫或申請研究團隊研究成果對政府單位或專業團體所提供的技術服務。
表格A14
附錄 

（總計畫及子計畫均需填寫）
請列出「頂尖」論文期刊或研討會之名稱。 

（請先定義並簡述頂尖論文期刊或研討會的判斷準則）
定義：本研究是針對是英語中國學文獻以外的研究社群進行整理，之後基化邀請主流的英語研究者與被研究的中國大陸學者，閱讀本研究所蒐集的材料，進行回應。因此不能以主流頂尖期刊的發表作為研究的志向，但是並不排除在成果累積之後，設法將非英語的問題意識透過英語期刊或書籍加以介紹。對本計畫重要的發行，是能夠獲得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與新加坡等地學術機構的認可與參與。同時，本研究既然以研究、教學與發表三合一為主要內容，因此最重要的發表園地是博、碩士學位論文，以及由導師挑選部份論文後，改寫完成的專書或期刊論文，這些論文是以中國大陸CSSCI與台灣TSSCI為主要對象，並非頂尖或重要，而是作為最合理的發表場所。極少數則仍會以英文形式對英語學術界發表。又因為本計畫是促成英語中國學界的自我反省，因此各國學者運用本計畫之材料撰寫論文，亦屬於本計畫之重要成果。
本計畫以建立有世界特色的研究議程與推動研究、教學五發表三合一，故發表以學位論文以及專書為主，研討會的召開以根據本計畫所規劃召開之研討會為主。在期刊發表論文者，應為使用本計畫材料之受邀學者自行決定發表，不直接屬於本計畫範圍。
相關期刊論文、研討會發表論文及專書，請參見計畫主持人簡歷中的學術著作目錄

最近三年辦理的研討會如下：

92.01.04     張錫模/吳玉山  有沒有文化衝突？——「中亞」對政治學的啟示　參加人數：55人

92.04.05     蔣淑貞/曾嬿芬  反思文化多元主義——從澳洲多元文化政策談起  參加人數：50人

92.04.26     陳三井/姚人多  口述歷史概念——方法、瓶頸與對策            參加人數：45人

92.10.13     單德興/劉紀蕙  知識份子與東方主義——關於薩伊德            參加人數：50人

93.03.06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研究中心之「中國研究知識整合框架」     參加人數：40人

93.04.16     中國大陸事務學會  外省人的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               參加人數：50人

94.06.23     蕭公秦/黃武雄  中國百年現代化的六次抉擇                    參加人數：55人

94.11.22     David Campbell/朱元鴻，林淑芬                               
            U.S. Security Policy, Oil and Empire – A Poststructuralist Policy Perspective

                                                                      參加人數：80人

94.12.21    「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 參加人數：200人

95.04.27     白永瑞/——東亞地域秩序：從帝國至共同體                    參加人數：30人

95.06.06     Samuel Kim/——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Globalization Chanllenges

                                                                       參加人數：80人

簡  歷

個人資料及簡歷
（總計畫及子計畫之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均需填寫）

每人之簡歷以3頁為限
1. 基本資料：中英文姓名；出生年月日(西元月/日/年)MM/DD/YYYY；性別；電話、傳真、E-mail

2. 現職；服務單位；通訊地址

3. 研究經歷：服務機構／部門、系所；職稱；起訖年月(西元月/年)；職務

4. 主要學歷：學校名稱；學位；起訖年月(西元月/年)；主修學門系所

5. 專長 （請自行填寫與本計畫有關之研究領域名稱）

6. 最近五年內發表之學術性著作，包括：期刊論文、專書、研討會論文、專利、技術報告及其他等，並請依各類著作之重要性自行排列先後順序。各類著作請按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請務必依作者姓名（按原出版之次序，通訊作者請加註*。）、出版年、月份、題目、期刊名稱（專書出版社）、起迄頁數之順序填寫，被接受刊登尚未正式出版者請附被接受函。
石之瑜（Chih-yu Shih）教授

1.基本資料：

08/08/1958，男，02-23519641-500，(fax)02-23412806，cyshih@ntu.edu.tw
2.現職與服務單位：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教授；通訊地址：台北市徐州路二十一號

3.研究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教授，08/1996~迄今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08/1990~07/1996

紐澤西羅曼波州立大學國際學院，助理教授，09/1988~07/1990

明尼蘇達維娜拿州立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09/1987~06/1988

4.主要學歷：

丹佛大學；博士；09/1984~06/1988；國際研究

哈佛大學；碩士；09/1982~06/1984；公共政策

國立台灣大學；學士；10/1976~06/1980；政治學

5.專長：中國研究；政治心理學；文化研究

6.學術著作：

A1.
學術專書

2007, forthcoming，Autonomy, Ethnicity and Poverty in Southwestern China: The State Turned Upside Down (London: Palgrave/Macmillan).

2003，Navigating Sovereignty: World Politics Lost in China (Palgrave/Macmillan). 
2002，Negotiating Ethnicity in China: Citizenship as a Response to the State (Routledge).
2006，《身分政治──偶然性、能動者與情境》（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5，《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北大出版社﹔台大出版社）

2004，《族國之間：中國西南民族的身分策略》（台北：揚智）

2003，《台灣最後一位保守政治家──沈昌煥在復興基地的見證》（台北：翰蘆）

2003，《政治文化與政治人格》（台北：揚智）
2003，《社會科學方法新論》（台北：五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002，《後現代的政治知識》（台北：元照）
A2. 學術編著

2006，《政治文化研究的發展與前瞻──魏鏞教授紀念研討會》（編）（翰蘆）
2005，《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翰蘆）

2003，《家國之間：開展兩岸關係的能動機緣》（編）（台北：新台灣人基金會）

2002，《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合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How Can China Rise: Placing China in Japan’s East Asia,” in Satow Toyoshi and Li Enmin (eds.), The Possibility of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Rethinking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Tokyo: Ochanomizu Shobo, 2006).
“Talking American, Acting Taiwanese: Behind Taipei’s Complete Compliance with the Bush Doctrine,” in M. Gurtov and P. Van Ness (eds.), Confronting the Bush Doctrine: Critical Views from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Ethnic Economy of Citizenship in China,” in M. Goldman and E. Perry (eds.), 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2002)

Ｂ﹒經評審委員審查之學術期刊論文

 “Silence with Opinion: Narrating Poverty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Villagers,” Asien 99 (April 2006).
 “State as a Borderline Identity: Settling the Jing Ethnicity in Dongxing,” Greater China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Greater China Studies at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and Korean Studies,Tuebingen University  (October 2005)

“Lost Agency for Change: Diasporic Identities of Yizhou’s Shui Community,” Social Identities 11, 4 (2005) (GEOBASE, Geo Abs, Human Geo., Int’l Dvlp Abs, Soc Planning/Pocy & Dvlp Abs, Socio Abs.)

 “Breeding a Reluctant Dragon: Can China Rise into Partnership and Away from Antagon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 (London) (SSCI).
 “3 + 1 + 1 = 1: Disempowerment in Longsheng Multiple Ethnic Autonomous County,”Issues & Studies 40, 1 (2004) (Taipei) (ABC POL SCI, Crnt. Cnts., BSMS, IPSA, Hstr. Facts, IBSS, SSCI, Ww. Poli. Sci. Abs.)

“The Global Constitution of ‘Taiwan Democracy’: Opening up the Image of Successful State after 911,” East Asia 20. 3 (2003) (Hstr & Lf, Blgrph of Asn Stds, Hstr Abs, Int’l Blgrph of the Scl Sci, Inte’l Dvlp. Abs, Pblc Aff Infmtn Srve Blltn, IPSA, Euro-Asia Cntr & IPSA, and Geo Abs)
“Talking American, Acting Taiwanese: Behind Taipei’s Complete Compliance of the Bush Doctrine,” Asian Perspective, 27, 4 (2003), pp. 79-110 (Seoul) (IPSA, Socio Abs., Ulrich, Ww Poli. Sci. Abs.)
“Consuming Part-time Naitonalism: China as an Immigrant in the Global Society,” New Political Science 25, 3 (2003) (St. Paul, MN) (IPSA, A Matter of Fact)
“The Teleology of State in China’s Regional Ethnic Autonomy: A Review of the Chinese Writings in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Ethnic Autonomy,” Asian Ethnicity 3, 2 (2002) (Queensland) (IPSA)

“Opening the Dichotomy of Universalism and Relativism,” Human Rights & Human Welfare 2, 1 (2002) (Denver) (Clmb. Int’l Aff. on Line)

“The Ero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Question of State in China,”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46 (Spring 2002) (Washington D. C.) (Currents, AHCI, MLA Int’l Biblio., Socio. Abs.)
2007，（第二作者）韓國的中國研究：知識體制與知識性質的省思《遠景》
2007，近代日本的中國學：知識能成為解放策略嗎？《中國社會科學》（CSSCI）（北京）
2006，東京學派的漢學脈絡：白鳥庫吉的科學主張及其思想基礎《問題與研究》
2006，作為東亞的台灣：從殖民地收編國家？《政治與哲學評論》18

2006，回到亞洲？日本認識中國崛起的思想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CSSCI）4（北京）
2006，知識觀光：中國研究的知識倫理框架《上海社會科學》
2006，自由主義／者在台灣的困境，《展望與探索》
2005，學習成為理性：湘西貧農對扶貧政策的回應，《遠景》
2005，消失的中間選民：2004年總統大選對空間理論的修正，《問題與研究》44, 4

2005，中國跨界民族身分策略中的國家意識《文化研究》1

2005，海內華人？《海外華人研究系列》9；《全球化評論》10

2005，作為知識主體的貧困村民：廣西壯族自治州百色市考察，《展望與探索》3, 2

2005，中庸之道︰中文國際關係文獻中的類英國學派風格，《國際政治科學》1

2005，關於中國研究文獻中的知識論問題拼湊、累讀與開展，《開放時代》175

2004，水泥與糞便：開展湘小溪生態扶貧論述的能動機緣，《中國大陸研究》 47, 4

2004，基進和平：面對戰爭發言的權利，《遠景》5, 3

2004，找魚﹕後現代政治科學倫理試論，《政治科學論叢》20

2004，社會科學研究認同的幾個途徑，《東亞季刊》35, 1

2003，「認識論的個人主義」對國關分析層次的省思，《國際關係學刊》18

2003，作為研究方法的少數民族，《展望與探索》2, 1

2003，自由主義的「復興基地」：保守政治家沈昌煥的最後見證，《近代中國》155

2003，「復興基地」論述的再詮釋:一項國家認同參考指標的流失，《遠景》4, 4

2003，政治科學中形式理論的運用與瓶頸──從賽局理論談起，《東吳政治學報》17

2003，關於「貧窮的政治學」──湖南省永順縣扶貧考察《中國大陸研究》46, 4

2003，文化研究作為政治學的次領域 ── 能不能？該不該？《政治科學論叢》18

2003，另類社會科學知識論 ── 辯證分析與名實相辨，《佛光人文社會學刊》3

2003，扶貧奔小康的制約因素，《中共研究》，37, 6

2003，找回親屬血緣：貴州惠水布依族作為想像的社群，《中國大陸研究》46, 3

2003，全球化方法論與反方法論，《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6

2003，台灣本土化論述的當代緣起，《展望與探索》1, 4

2003，社會科學的主體與目的，《哲學與文化》33, 3

2003，超越主客二元對立：理論與實踐相互構成的知識觀，《理論與政策》16, 4

2002，關於大規模量表調查的若干省思，《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10, 2

2002，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運籌研究集刊》2

2002，迴歸分析作為社會科學方法的省思，《復興崗學報》76

2002，社會科學本土研究的知識論札記，《國家發展研究》2, 1

2002，探索身份制度的積極性──仫佬族提示的可能性，《共黨問題研究》28, 12

2002，3+1+1=1──龍勝各族自治制度作為多元一體類型之省思，《遠景季刊》3, 4

2002，從東方主義批判到社會科學本土化，《二十一世紀》74

2002，訪談作為中國研究的方法：焦點團體訪談與深入訪談，《共黨問題研究》28, 9

2002，中國民族主義的後現代機緣（合著），《中國大陸研究》45, 3

2002，中國少數民族身份內涵的無可限定──金秀瑤族的啟示，《中共研究》36, 5

2002，宜州水族身份的能動性問題，《共黨問題研究》2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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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的比較清楚的是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譯）張學鋒，（北京：中央編譯，1999）。


� 子安宣邦，《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編譯），趙京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 陷入「文化本質主義」的陷阱，處處以文化本質論斷文化差異，而無法正視權力與慾望的運作。酒井直樹，〈主體與／或「主体」(shutai)及文化差異之銘刻〉，（譯）廖咸浩《中外文學》30.12（民91.05）：150-195。


� 子安宣邦，《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譯）陳瑋芬（台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民92），第九章；《東亞論》，第二章。


� 大川周明的「三國魂」如是主張，見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2004），頁266-9；有高岩如是主張，參見王向遠，《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北京：崑崙出版社，2005），第二部份東洋史之「”支那史學” ”東洋史學” 成為侵華史學」一節。 


� 多數引述介紹的文章都是引用發表於1903年的《東洋的理想》原著，即Okakura Kakuzos, 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s of Japan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 參見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ad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參考許介麟，〈福澤諭吉的文明觀與脫亞論〉，《歷史月刊》184 （民92.05）：34-43；周建高，〈福澤諭吉對中國文化的迎與拒〉，《歷史月刊》184 （民92.05）：44-50。


� 受到討論最多的日文著作為，內藤虎次郎，《中國近世史》（東京：弘文堂, 昭和22[1947]）。


� 參見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台北：東昇, 民71）；西嶋定生等十一名作者分別著述，輯於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助選譯第二卷專論》，（譯）高明士，邱添生，夏日薪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參見黃自進，《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1906-1932》（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84）。


� 參考小森陽一，《日本近代國語批判》，（譯）陳多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甘懷真，〈東亞、儒學與王權：東亞儒學經典詮釋傳統研究的一面向〉，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第五次研討會「東亞、儒學與東亞儒學」（2003年7月21日）。


� 林少陽，《文與日本的現代性》，（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 福澤諭吉，《文明之概略》（譯）北京編譯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137。


� 白鳥將中國古代傳說解讀為人類普遍性歷史階段的表徵，見〈中國古傳說之研究〉，《東洋時報》131（1909），輯於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助選譯第一卷通論》，（譯）黃約瑟，（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8。


� 參見劉萍，《津田左右吉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 參見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2004）。


� 參見陳秀武，《日本大正時期政治思潮與知識分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二章。


� 參見黃自進，《北一輝的革命情結：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90）。


� 參考竹內好，《近代的超克》（譯），李冬木，趙京華，孫歌（北京︰三聯書店，2005）。


� 中國學術界對於這個中國與日本是分開而落後的本體論，以及各家學說在此一本體論上的共謀產生困惑──或認為不同的亞洲主義論之間對中國的立場不同，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條船；或認為只是屬於顯性或隱性的差別，故都是共犯。相對於此，本文顯然是認為兩者皆可，也就是帝國主義的亞洲主義與非帝國主義的亞洲主義並非抵觸，因為兩者奠基在同樣的本體論上。相關論爭之例見，盛邦和，〈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日本亞細亞主義〉，《歷史研究》3（2000）；戚其章，《日本大亞細亞主義探悉——兼與盛邦和先生商榷》，《歷史研究》6（2004）；盛邦和，〈日本亞洲主義與右翼思潮源流──兼對戚其章先生“商榷“的回應〉，《歷史研究》3（2005）。


� 參考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到了二十一世紀，類似的思想以新保守主義之名呈現，見 Pei-chun Han, “Neos on the Rise in Japan,” Taipei Times (2005.09.20): 8.


� 參見小森陽一，《天皇的玉音放送》（北京︰三聯，2004）。


� 他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會第十四屆年會主題講話（東京2001.12.21）。


� 參考子安宣邦，《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第四章。 


� 孫歌，〈在零和一百之間〉，代序於竹內好，《近代的超克》，頁57。


� 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譯）劉秀琴（台北︰中央日報，民79）。


� David Shambaugh (ed.), The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


� Bruce Cum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Bulletin of the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 1 (Jan-Mar, 1997): 6-27.


� Andrew Wal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1977-200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dited Volumes, Volume 3, Article 8 (2002).


� Anthrop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present the most contested fields in social science. See, for example, Marshal Sahlins,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Michael Shapiro, J. Shapiro, Violent Cartographies: Mapping Cultures of Wa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7).


� See the discussion by Sandra Harding, Is Science Multi-cultural? Postcolonialisms, Feminisms, and Epistemolog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In these studies, there is no such objective China out there to be studied. Specifically, China is not just China. See, for example, David S.G. Goodman (ed.), China's Provinces in Reform: Class,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7); Lily Ling, Postcolonial Learn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Conquest and Desire (London: Palgrave, 2001); Chih-yu Shih, Collec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 in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of Hong Kong, 1999); Tani Barlow (ed),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James Glass has equated postmodern writings with delutional script of psychotic patients suffering paranoid, see, Power and Psychosis: Threats to Democracy in the Self and the Group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David Campbell accuses the IR literature of being violent, see National Deconstruction: Violence, Identity and Justice in Bos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The debate between Jurgen Habermas and Jean-FrancoisLyotard. see Jim George,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5).


�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Philip A. 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Wang Hui, The Empire, the State and the Identity of China (帝國、國家與中國認同), a lecture given at Chinghua University, Hsingchu, Taiwan (2003.12.18), mimeo.


� Gan Yang, We Are Creating Tradition (我們正在創造傳統) (Taipei: Lianching, 1989).


� Mineo Mizoguchi, China as a Method (做為"方法"的中國)，(trans.) Lin Youchong (Taipei: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1999).


� Philip C. Huang, The Crisis of Paradigm in the China Studies: On the Paradox of Social Economic History(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論社會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 (Hong Kong: Oxford, 1994).


� For efforts to establish universal law, see Harry Har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36, 2 (1984).


� Andrew Nathan, “Is Chinese Culture Distinctive?—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vember 1993): 923-936.


� Yang Kuoshu, “Why Do We Want to Establish Chi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y?” (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 Indigenous Psychology 1 (1993): 6-88.


� Kuo Hualun, Collected Work on Chinese Communist Issues (中共問題論集) (Taipei: Chengchi University, 1976), Ch. 4.


� Naitou Konan, “On the Demise of Qing Dynasty” (清朝衰亡論) in Naitou Konan, Chinese General History (中國史通論) (trans.), Qian Wanyue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2004).


� Jin Guantao and Liu Qinfeng, Collected Work on Issues and Methods (問題與方法集)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1986).


� Lucian 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 Rey Chow,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Joseph Needham, Moulds of Understanding: A Pattern of Natural Philosophy (eds.), Gary Werskey (Aldershot, Hampshire, England : Gregg Revival, 1974).


� 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Chih-yu Shih criticizes Benedict Anderson in the same vein as the latter tries to draw analogy between an Euro centric understanding of nation-building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See “ Darling, I’ve Made a State out of Taiwan,” (親愛的，我把台灣變民族了), Straits Review (June 2000).


� Also see Harry Harding, “From China, 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22, 10 (October 1982).


�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I have tried to convey this message in my Negotiating Ethnicity in China: Citizenship as a Response to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02) and Navigating Sovereignty: World Politics Lost in China (London: Palgrave, 2003).�





PAGE  
105

